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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的成功法则




有
 一种流行说法，杀死行业老大的不会是老二，更可能是外来者。这句话虽然有些片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知识边界不断被突破，信息的超饱和不断打破暂时达成平衡的局面。VUCA（中文发音一般为“乌卡”）时代早已来到。

VUCA一词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美国军方，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概括了后互联网时代商业世界的特征——一团乱麻。在各个领域，商业组织与个人，很容易发现自己处于烦絮的矛盾之中。

在技术的助推下，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蝴蝶效应”也越发明显，影响事物发展的变量逐渐增加，不可控因素也随之增多。因此，企业抑或是个人，灵活、敏捷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都得随时作好准备进行自我颠覆。

不断学习成长自是不用提了，但俗话说得好，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面对这样局面，商业思想家、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的“整合思维”可以作为有效武器，整合思维以复合的、动态的灵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之路。这种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流的智商，取决于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想法并能够继续思考的能力。比如，在看到事情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仍然决心扭转局势。”

在《整合思维：VUCA时代必备的思考模式》中，作者表示，整合思维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彼此对立的观点，不以牺牲一方为选择另一方的代价，而是以创新形式消除两种观点中的对抗之处，新的观点同时包含对立观点的某些因素，且优于两种对立观点。

企业自我颠覆的重要性自是不用提了，根据克里斯坦森在颠覆性创新方面的研究，一家公司寻求在新市场而不是已有市场发展，成功的几率会高出6倍之多；同时，潜在的收入会提高20倍。尽管个人与企业并不能等同而论，但在《四招颠覆自我》一文中，作者惠特尼·约翰逊（Whitney Johnson）指出，个人进行颠覆性创新会有类似的效果：这将显著提高你在经济、社会和情感上成功的机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新时代，人才的标准早已发生变化。亿康先达国际咨询公司（Egon Zehnder）高级咨询师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中指出，人才评判标准正逐渐改变，能力不再是企业选拔人才的唯一指标了，潜力正逐渐成为主要标准。同一个人，目前成功担任某一职务，并不意味着他在新职务上也能成功，因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合作对象和团队成员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问题不是你公司的员工和领导是否具备正确能力，而是他们是否具有学习新能力的潜力。

针对此，他在《潜力：21世纪英才新标准》一文提出一些准则给企业以借鉴， “根据研究，我们还判断出有潜力候选人具备的四种特质：好奇心：
 渴望获得新体验、新知识以及别人反馈，以开放心态学习和改进。洞见：
 收集并准确理解新信息的能力。参与：
 善于运用感情和逻辑进行沟通，能够说服他人并与他人建立联系。决心：
 面临挑战或在逆境中受挫时，依旧能为目标不懈努力。”尽管这些原则是给企业的建议，但是个人同样可以借此来衡量自身的发展潜力，找出自身洼地，有的放矢去培养锻炼。

本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增刊精选11篇文章，从对VUCA概念的阐述，分析比较VUCA时代的特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个人、企业两个维度提出应对方案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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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VUCA意味着什么

内森·贝内特（Nathan Bennett）　

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ine） | 文

康欣叶 |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最
 近，一个关乎管理的首字母缩略词很抢风头，就是VUCA，即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如果想用一个词表达“天哪，那里真是一团糟”，有多重含义的VUCA就是不二之选。这个概念其实有一点误导性，因为这个词合并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挑战，它们需要的对策自然也就不同。知道该如何应对每一种挑战并非易事，因此人们自然就想到用VUCA这个词作幌子。毕竟，面对一个VUCA世界，谁都会束手无策，不是吗？

事实上应对策略是有的。以下指南能够帮助你识别、预警、并回应VUCA的四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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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森·贝内特（Nathan Bennett）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教授。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ine）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Scheller商学院的在读博士。









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image: ]


潜力：21世纪英才新标准

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

（Claudio Fernández-Aráoz） | 文

刘铮筝 | 译　李钊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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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聘人才时，组织一直强调能力，但在风云变幻的今天，这种选拔标准不再适用。组织应以候选人的潜力为重，潜力是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它比智力、经验和能力都重要。管理者必须以五大关键指标衡量候选人是否具有潜力：正确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






核心观点


难题所在
 　过去几十年间，在聘用和培养人才上，组织一直强调“能力”。工作被分解成不同的技能，符合这些技能要求的候选人会被聘用。但21世纪商业环境变化多端且极其复杂，精英人才市场紧缩，以致基于“能力”的选拔模式不再适用。








解决方案
 　如今负责招聘和晋升的决策者应该以潜力为重，寻找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复合型人才。








使用工具
 　管理者必须以五大关键指标评估现任和未来员工：正确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管理者还应该用更好办法防止员工流失，交给他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进一步磨砺精英人才。






数
 年前，某电子产品零售业的家族企业为规范管理和扩展业务需要招聘一位CEO，我受邀参与猎头工作。

我与即将离职的CEO以及董事会共同确定岗位描述，然后开始搜寻和评估候选人。最后找到的候选人符合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毕业于顶级院校，有业内几家顶尖公司的工作经历，担任过一家有国际声望大公司的区域经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制定的每一项“能力”得分上，他都达标。但事实证明上述这一切都无效，他无法适应当时技术、竞争和法规方面出现的巨变。任期内表现平平，这家公司不得不在3年后劝退他。

上面故事和我刚从事猎头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我要为Quinsa公司旗下一家小啤酒厂寻找一位项目经理。彼时我没听说过“能力”的说法，刚入行我也没有研究团队支持，互联网也尚未兴起。Quinsa是该地区饮品业惟一成气候的公司，独占拉丁美洲最南端的啤酒市场。因此我无法在业内找到符合该职位条件的人选。最终，我联系到了一位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佩德罗·阿尔戈特（Pedro Algorta）。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戈特是骇人听闻的1972年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之一，这次空难被多部著述记载，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天劫余生》（Alive）。阿尔戈特的传奇经历无疑让他成了“有趣”人选，但他没有营销或销售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然而直觉告诉我，他能成，最终Quinsa公司同意聘用他。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选择。阿尔戈特很快晋升为科连特斯（Corrientes）啤酒厂总经理，后又被任命为Quinsa旗舰品牌Quilmes的CEO。他带领着当时被视为拉美最佳高管团队，将Quinsa从家族企业转变为备受尊敬的集团公司。

为什么电子产品销售公司的CEO人选看似合适，却在实战中败北？为什么阿尔戈特这样显然不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原因在于潜力，即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阿尔戈特有潜力，而电子公司那位CEO没有。

30年来，我一直评估和跟踪高管业绩。基于实战经验和深入研究，我确认：潜力是能够预测各级职位人选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论初级、C级管理者还是董事会成员都是如此。我已经掌握如何判断候选者是否具有潜力的方法，以及如何帮助公司开发和利用这样人才，并将在本文中分享这些经验。当下商海变幻莫测，国际市场对精英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企业及其领导者必须进入识别人才的全新时代。我们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已由体力、智力、经验和能力，转变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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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人才时代

数千年来，我们对人才识别还没有彻底走出初级时代，选拔工作人选的标准多与体能相关。建造金字塔、挖运河、打仗、种地时代，我们都选择身体最健壮的人。尽管时过境迁，这些标准和工作要求关联度越来越低，但潜意识里我们依旧“按方抓药”。《财富》500强CEO们平均比美国人高2.5英寸，军事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数据也类似。

我本人出生于人才识别的第二个时代——智力、经验和业绩成为标准。在20世纪，智商即语言、分析、数学和逻辑能力，理所当然成了关键要素，尤其在招聘白领时更是如此。教育背景和考试成绩成了衡量智商的重要方法。工作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不同公司和行业中的多数职位要求越趋同，很多工作的评估者越来越透明和可靠，以至于过往业绩变成重要指标。如果你寻找的是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设计师或CEO，那可在业内物色、面试、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候选人。

20世纪80年代，人才识别的第三个时代刚开始，我进入了猎头行业。这一时代的新标准，今天依旧盛行——“能力”。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在1973年发表了《考察胜任能力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一文，他认为应该用素质和技能来评价求职者，尤其是管理者，用这些标准来预测他们未来的表现。这一思考方式符合当时情况，因为技术革命和产业融合让职位描述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过往经验和业绩与新职位的相关度降低。因此，我们将一份工作分解为不同能力，从而找到符合能力组合的正确候选人。在聘任领导者时，情商也成为比智商更重要的标准。

如今，我们刚进入识别人才的第四个时代，潜力成为重中之重。如今的商业环境酷似战场——VUCA（复杂、多变、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以能力来评估和任免人才显然已经不够。同一个人，目前成功担任某一职务，并不意味着他在新职务上也能成功，因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合作对象和团队成员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问题不是你公司的员工和领导是否具备正确能力，而是他们是否具有学习新能力的潜力。




顶级人才潜力

聚焦潜力能够改善组织任何层级的人才招聘，尤其是顶级人才招聘。和选择年轻经理时的情形相反，聘任CEO或董事会成员时，你经常会发现若干位候选人都具有合适的资历、经验和能力。正因如此，准确评估他们的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变得格外重要。

对CEO而言，一定要提前选拔继任者。理想状态下，新领导者入职后即可开展这项工作，但不要晚于现任即将离职前的3到4年。即使任期较长，亿康先达也会帮助公司从最高层之下的2到4层中，寻觅、评估潜力人才，设法留住那些潜力人才，将其发展为角逐顶尖职位的候选人。

我认识一位杰出的公司总监，她两度解聘有能力的公司高管，仅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该职位需要的足够潜力，而她希望将这些关键职务留给那些具备相应潜力的人。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我们公司的英国办公室最近帮助零售集团John Lewis Partnership评估两个非高层管理职位的一组候选人，使用了所有潜力指标，尤其是好奇心这项。毕竟，如果公司领导没有学习、成长和适应新环境的潜力，又怎会吸引到有前途的员工和有潜力的经理呢？





精英人才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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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鉴别潜力要比能力困难得多，但并非无法实现，我在后文详述如何去做。此外，对招聘者而言，组织需要在史上最困难人力资源市场搜寻潜力人才。最近欧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掩盖了以下重要警讯：全球化、人口结构和上升通道的种种问题都会让未来几年高管人才越发紧俏。

2006年，我与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亿康先达的同事一起研究“潜力”课题。我们收集了详细数据，采访了47家公司的CEO。这些公司市场资本总值达2万亿美元，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300万人。它们代表各大主要行业和地域，均为业内成功名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颇有经验。我们当时给它们的结论是，公司都将面临大规模人才荒。8年过去了，人才荒并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让我们详细分析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全球化迫使公司走出本土市场，到海外寻找能助其适应全球化的人才。2006年时，我们的研究预计，到2012年大型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收入将提高88%。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机构最近的预测显示，从现在起到2016年，全球约70%的增长将来自新兴市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公司也加入世界范围内激烈的人才和顾客争夺战。例如，中国现在跻身《财富》500强的公司已从2003年的11家升至2013年的95家，其中跨国业务的增长占据了相当份额。华为公司有15万多名员工，其中很大比例在德国、瑞典、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印度的研发中心工作。另外还有很多与华为类似的印度和巴西公司例子。

人口结构对人才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高管成长黄金期是35岁到44岁，然而这一年龄段候选人才正在锐减。根据我们在2006年的研究推算，年轻领导的人口总数将减少30%，再考虑到业务扩张需要更多高管，这将导致可供选择的黄金年龄高管候选人数将减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0年前这一人口变化主要发生在欧美，但到2020年，俄罗斯、加拿大、韩国、中国等国家的退休年龄人口数量会超过当年毕业参加工作的人数。

第三个因素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同等重要，却很少人知晓：公司并未给未来领导者提供上升通道。普华永道2014年的报告显示，68位CEO中的63%表示，他们非常担心各级别员工是否能获得未来所需的相应技能。

波士顿咨询公司引述的分析报告显示，56%的管理者认为，候选人现有的能力和未来担任高管职务所需技能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哈佛商学院教授鲍里斯·格鲁斯伯格（Boris Groysberg）在他2013年对高管预备项目参与者的调研中发现了同样问题：满分为5的条件下，受访者给其公司的上升通道打分平均为3.2；相比之下，他们给现任CEO打4分，给现任高管团队打3.8分。调查中的其他一些反馈也同样令人忧心：没有任何一项人才管理实践得分超过3.3，岗位轮换等关键的员工培训项目仅得2.6分，换言之，很少有高管认可公司在识别和发展合格领导者方面所做的工作。

最近我同事在高管论坛上进行的访问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参与访谈的823名领导者中，只有22%的人看好他们公司上升通道；仅有19%的人认为，很容易就能吸引到最杰出人才。

我发现很多公司（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有半数高管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但其中一半还没有找到继任者或有能力继任的人选。正如格鲁斯伯格所言：“如今的公司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未来5到10年，等到他们退休或离职时，要从哪里寻找下一代领导者？”

全球化、人口结构和上升通道这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未来10年极大的人才需求缺口。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这是大多数组织面临的极为棘手的挑战。但那些知道应如何识别潜力人才、有效留住人才和开展培训项目进一步提高人才水平的组织，则可化挑战为绝佳机遇。



优化聘用流程

第一步，选对人。正如亚马逊CEO贝索斯在1998年所说：“制定人才聘用高标准，现在是、将来也是公司成功最关键的要素。”那么在评估求职者和员工时，如何衡量其潜力呢？

作为发展和晋升有为管理者的“绿色通道”，很多公司都有比较成熟的“潜力培养”项目。但其中大多数只能叫做“以前优秀”项目，参加者多因业绩好而被认定为未来表现佳。但在VUCA情况下，这种预测并不可靠。在我主导的高管项目中，80%的参加者说他们公司已经弃用经验主义的数据模型。我承认，评估潜能比评估智商、业绩表现和各类能力都困难，但并非无法实现。经过20多年完善，亿康先达开发的模型，准确率至少可以达到85%。

我们发现衡量潜力的第一个指标是正确的动机，以强烈责任感和极高投入度去追寻一个大公无私的目标。高潜力者不仅有上进心，希望个人能有所建树，也心存高远集体目标，他们往往十分谦逊，努力做到更好。我们把动机放到首位，因为动机不容易改变，而且通常是潜意识的流露——这是一种品质。如果某人动机总是出于一己之利，他根本不会改。

根据研究，我们还判断出有潜力候选人具备的四种特质：


好奇心：
 渴望获得新体验、新知识以及别人反馈，以开放心态学习和改进。


洞见：
 收集并准确理解新信息的能力。


参与：
 善于运用感情和逻辑进行沟通，能够说服他人并与他人建立联系。


决心：
 面临挑战或在逆境中受挫时，依旧能为目标不懈努力。

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我之所以认为阿尔戈特能在Quinsa成功，并非因为他具备了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能力，而是因为安第斯空难的严酷考验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具备以上特质。他曾展现出无私动机，在幸存者中扮演至关重要但又谦逊的角色，为走出雪山探路的人提供给养：融化雪水给同伴止渴，从死去的乘客身上切下肉片，晾干后给同伴充饥。阿尔戈特没有被绝望击垮，对周遭环境始终保持好奇，冰上的融水引起了他的注意——水向东流。就是因为观察到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濒死的飞机驾驶员误报了坠机地点。飞机坠落在安第斯山脉阿根廷一侧，而非智利一侧。等待救援的72天充分证明了他的积极参与和顽强决心。他不离不弃地陪伴濒死的难友阿图罗·诺盖拉（Arturo Nogueira），设法转移这位年轻人因腿部多处骨折带来的剧痛。他鼓励幸存同伴，不要放弃，说服他们达成“互助协议”，如果有人死亡，幸存的人可以靠吃掉死者的遗体而活命。

尽管阿尔戈特的CEO职责和他被困雪山的经历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但这些特质对他在Quinsa的职业生涯有极大帮助。在10年任期将尽，出于战略需要，他建议公司放弃他负责的农业综合企业，让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让自己出局——这应该是他大公无私动机的最佳体现。他也是一名好奇心很强的高管，亲自走访顾客、客户，了解各个级别的员工，获得常常被忽视的意见。因此，他支持并采纳了很多革命性的营销提案，让Quilmes的销量提高了7倍，创下了历史性的盈利纪录。他独具慧眼，Quilmes和雀巢的继任CEO都是他选拔的人才。此外他也有独到的战略决策，例如他大胆出售所有非核心资产，使公司能够扩大区域性的啤酒业务。他的参与改变了Quilmes低效甚至有害无益的企业文化；他开创了管理者和下属一起开会的先例，后来公司上上下下纷纷效仿。最后一点，阿尔戈特在Quinsa也展示出惊人的决心。当时他受命创办一个新酒厂，刚接手就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竭力融资。几个月后，阿根廷因货币贬值和严重通胀发生动荡，他依然挺了过来，最终工厂在15个月内建成并开始运营。

那么如何一眼辨别出应聘者或员工的潜力？像我了解阿尔戈特一样，详细梳理其生活和职业经历。通过深入的谈话，讨论其职业经历，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挖掘出候选人的很多故事，进而判断其是否具有或缺乏这些特质。比如，不能直接问“你有好奇心吗？”而应该寻找种种迹象，判断他是否愿意自我提高、喜欢学习，以及能否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比较恰当的提问方式：

· 如果有人顶撞你，你会作何反应？

· 如何让团队中其他成员发表意见？

· 如何拓展思维、增加经验和进行个人发展？

· 如何建立学习型组织？

· 如何了解未知的领域？



[image: ]
 提问题时，应要求对方回答具体事例，深入了解动机、洞见、参与和决心。还要与了解他的经理、同事和直接领导详谈。

领导者必须在组织上下推广这些访谈技巧。研究者发现，优秀访谈者评估的准确度和候选人最终表现好坏正相关。然而，与其参考某些糟糕访谈者的建议，还不如抛硬币。总之，很少有管理者从商学院或雇主那里学到评估技巧。在对高管人才管理项目的调研中，我发现，只有30%的人认为，其公司提供了足够培训。多数组织里似乎都有好坏不分的招聘专员。

相比之下，重视招聘过程准确度的企业能大幅提高成功选拔人才的概率。例如，亚马逊拥有数百名兢兢业业的内部招聘专员，开设有效评估培训项目，甚至有一批经过认证的“高标准”专员。他们在某一部门工作，同时也评估和否决其他领域的候选人。

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即Vale集团与亿康先达合作，在2001年到2011年CEO罗杰·阿格纳利（Roger Agnelli）任期内，采取了类似策略。在他监督下，每一位高管的人事任命，均需对公司内外候选者进行客观、独立且专业的评估。鼓励管理者优先考虑有积极的动机、好奇心强、有洞见、参与度高且有决心的候选人，即使他们可能缺乏经验或缺少某方面的能力。阿格纳利说：“我们绝不会选择那些对我们长期战略和目标没有热情和责任感的人。”按上述标准，他们在全球聘用和晋升了约250名高管，这一策略收效甚佳。Vale成为国际矿业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超越同行。



防止员工流失

一旦从外部招聘到或在内部发现真正有潜力的人才，下一步就是留住他们。毕竟竞争对手也在争夺市场上的人才，很有可能挖走你的人。阿格纳利表示，他在Vale任内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不是公司的高收入、高盈利或股价上涨，而是公司内部提拔的管理者素质不断提高。“在5、6年之后，公司所有管理者都是从内部提拔。”他说，成立优秀团队和留住团队成员，是任何领导者或组织获得成功的关键。

2011年巴西政府使用其在Vale的61%控股迫使阿格纳利离职，执委会8名成员中的7名也在一年内自动解职，公司市值很快折半。虽然这一决定与巴西以及国际股票市场看衰大宗商品股有关，但Vale的直接竞争对手力拓（Rio Tinto）和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同期市值并不像Vale缩水如此严重，显然这和投资者对流失核心团队的公司失去信心不无关系。

那么该如何向阿格纳利治下的Vale集团学习，并避免公司后来的惨剧呢？正如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他的《动力》（Drive
 ）一书中所述，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源动力有三：自主权——掌控自我人生之自由；一技之长——在专业上追求卓越；目标——渴望为自我之外更大的事业服务。

当然，经济回报也很重要。所有员工，特别是高潜力员工，都期望回报与努力、贡献成正比，以便和从事类似工作的其他人区分开。然而，就我的经验而言，尽管不公平的薪酬制度会打击工作积极性，但超过一定程度之后，薪酬的重要性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小。我追访过一些通过本公司找到工作的求职者，他们在新岗位干得不错，但3年内便离职了。我发现，85%的人离职后都找到了职位更高工作，只有4%的人表示，更高薪水是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更普遍的原因是与上司不和、获得支持不足以及缺乏成长机会。

组织需要提供公道的薪资，最好能比平均水平高些，但也要在四个方面赋予自主权：任务（要做的事）、时间（何时做事）、团队（和谁一起做事），以及技术（如何做事）。组织设立有难度但依旧可以完成的挑战，减少分心的杂务，能让有潜力员工在专业上有所建树。贝索斯、阿格纳利等领导者的成功之道还在于为有潜力员工组建优秀的团队，让他们参与到组织和社会性的更大目标之中。可惜阿格纳利离开后，Vale集团对留下领导者的激励大不如前，因此很多人选择了离开。



横向拓展

将潜力人才简单粗暴地推上更高的职位，无法让他们成才。

最后你的任务是，为潜力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发挥潜能。澳新银行（ANZ）的分行遍及33个国家和地区，约翰森·哈维（Jonathan Harvey）是澳新银行的人力资源高管，他说：“在给未来领导者部署任务时，我们都让他们经历下一个角色的极限挑战，因为当他们面对困难承受达到极限之时，也正是学习和进步最快的时候。我们不强求他们超越极限，但我们需要全面发展、价值导向和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适当激发潜能的拓展任务能帮助他们达到更高目标。”

我总以日本为例来说明不努力栽培潜力人才的后果。2008年我和亿康先达东京办公室的Kentaro Aramaki一起评估日本高管的潜力和能力，即对比上述指标，客观测评哪些高管能担负更重大的责任（见后文《你还应该注意哪些特质》

 ）。我们将日本高管得分和全世界数据库中的平均分进行比较，结果令人费解。日本高管的潜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能力却低于平均水平，好比选出的好苗最后没有成材。日本的人才培养流程出了问题，至今问题依在。尽管日本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中强烈的职业伦理观让管理者起点很高，但会在成长时遭受重重障碍。长期以来日本领导者晋升通道十分单一，只能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部门，恭恭敬敬地熬到自己是整个部门最资深的员工之后，才能升职。

最近东京一家跨国集团企业请我们为几十位高管做测评，他们都是50多岁。这家公司涉足很多行业和地区，本应是培养高管的练兵场。然而，参加测评的高管中只有一位管理过一条以上的业务线。所有测评者驻外的工作时间平均只有一年，而且英语水平有限。因此，没有继任CEO的合适人选。所有测评者工作的起点都很高，他们都是工程师，分别在研发、产品战略或营销部门待了20多年，他们的潜力都被浪费了。

将潜力人才简单粗暴地推上更高的职位，让他们控制更大笔的预算和管理更大的团队，这样的直线上升确实能有助其发展，但无法加速他们成才；横向轮岗，多元化、复杂、具有挑战性的职位才能让他们迅速成长。最近我们让全球823位高管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潜力，71%的人给出的答案即激发潜能的拓展任务。另外，49%的人提到了轮岗和个人导师，这个因素位居第二。

那么如何确保组织员工的拓展任务和岗位轮换工作符合他们需求呢？再看澳新银行的例子，2007年到2010年间，该公司将业务扩展到亚洲，进行了大规模招聘，因此决定改善其领导培养流程。流程改革的重点是公司的关键业务领域，包括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需要系列稀缺能力、会因员工表现不同结果迥异的领域，以及如果一旦职位空缺就会危害到公司业务为继和发展势头的领域。

澳新银行评估了所有管理者的潜力，然后将得分最高的人分配到上述关键业务领域中。其他人才培养倡议包括“多面手银行家项目”，每年给10到15名参与者提供批发、商业和零售银行、风险管理以及运营部门岗位轮换两年的机会，以积累广博的行业和企业知识。岗位轮换后参与者被分配到固定岗位，专注于积累地域、文化、产品以及面向客户的经验，例如内部审计岗位就是必修课，确保他们了解银行控制体系。该项目有效期长达15年，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区域CEO。

这一项目已初见成效。3年前澳新银行70%的高层都来自外部招聘，现在这一数字降至20%以下。内部调查显示，员工参与度从64%提高到72%，而且衡量员工对顾客服务和产品质量责任感的“同期表现卓越度”从68%升至78%。此外，公司在其他方面也因该项目而受益。2013年公司连续第二年在享有盛誉的格林威治顾客调查（Greenwich customer survey）榜上排名第4，而2008年的排位只居第12。

地缘政治、商业、产业和就业变化如此之快，让我们根本无法预测短短几年后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成功。因此，识别和培养潜力人才至关重要。我们要寻找动机强烈的人才；在追求有挑战性目标时敢为人先；为人谦虚，把集体放在个人之上；充满好奇，永不满足地探索新思想和新途径，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种种关联；积极参与工作并与他人互动；以及具有克服挫折和障碍的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智力、经验、表现以及特定能力等因素，尤其是与领导力有关的因素。

总之，无论在组织的哪一层级，最重要的是，找到、任用高潜力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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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应该注意哪些特质


尽管对今日高管而言，潜力是决胜要素，但也不能忽视我们多年来在评估人才上积累的经验教训。









智商。
 你可能无需进行智商测试，但依然有必要审查教育背景、过往工作经验、进行面试，据此来评判候选人的总体智力水平，包括分析、语言、数学和逻辑推理能力。你寻找的不是天才，而是能胜任大多数工作、达到一定水平智商的候选人。因为智商不容易随时间发生改变，只要能满足所招聘职位的需求即可。


价值观。
 价值观至关重要，和工作要求密不可分，通过面试和背景调查不仅能判断诚实、正直等关键品质，也能发现候选人是否认同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领导力。
 尽管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某些能力确实有助于评估高管候选人。尽管职位和组织各不相同，但最佳领导者往往具备8种能力。


1．战略定位：
 参与广泛复杂分析性和概念性思考的能力。


2．市场洞见：
 对市场有深入了解，知晓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3．结果导向：
 具有明确改善关键业务指标的责任心。


4．顾客影响力：
 有服务顾客的热情。


5．合作和影响：
 能够和同事及合作伙伴有效合作，包括领导。


6．组织发展：
 有吸引和培训精英人才以改善公司的动力。


7．团队领导力：
 能成功集中、团结和建立高效团队。


8．变革能力：
 为达成新目标，改革组织和团结组织之能力。







面试和背景调查不仅应该用来评估以上能力，也应该用来评估潜力，以确定候选人是否过去在类似情况下，发挥出了这些能力。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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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是亿康先达国际咨询公司（Egon Zehnder）高级咨询师，以及《人才决胜》（It’s Not the How or the What but the Who
 ）一书的作者（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出版）。





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整合思维：VUCA时代

必备的思考模式

王晓红 | 文 李全伟 | 编辑




整合思维是头脑中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从中得出汇集两方优势的解决方案。整合思维以复合的、动态的灵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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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年11月13日揭晓的全球Thinkers 50榜单上，商业思想家、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名列榜首，其个人成就主要包括提出“整合思维”与“设计思维”，创造让世界更高效运行的理论。

所谓整合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就是头脑中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从中得出汇集两方优势的解决方案；而设计思维起源于设计领域，并汲取了整合思维的理论基础，强调思维方式中直觉与逻辑的平衡，既可应用于产品设计、客户体验的提升，也可应用于组织运营的改进。

马丁教授11年前即提出了整合思维的思想体系，并撰写了《整合思维》一书和相关文章，而在VUCA时代，面对人类社会的变量更为多元和复杂，这种思维方式得到更多重视与应用。近两年走进大众视野的VUCA（中文发音一般为“乌卡”）一词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美国军方，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概括了后互联网时代商业世界的特征。

在VUCA时代，信息的超级饱和在各个领域不断打破暂时达成平衡的局面，无论是商业组织还是我们个人，很容易发现自己处于一团乱麻之中，而整合思维以复合的、动态的灵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之路。这种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流的智商，取决于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想法并能够继续思考的能力。比如，在看到事情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仍然决心扭转局势。”

整合思维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彼此对立的观点，不以牺牲一方为选择另一方的代价，而是以创新形式消除两种观点中的对抗之处，新的观点同时包含对立观点的某些因素，且优于两种对立观点。也就是说，对于领导者而言，在面对两种情形时不是二选一，而是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答案，比如同时兼顾创新与维持现有业务，比如在员工和组织双方利益之间、在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对我们个人来说，整合思维也有助于自我精进、消除很多困扰，比如在“诗与远方”这个问题，既不必选择立刻辞职，也不必郁郁寡欢地继续工作，而是可以心怀理想、为远行先创造条件。

对于一些粗略了解整合思维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它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比较相似。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平庸”，也不是妥协，也不是东方哲学的专属理念。

孔子说过“过犹不及”，而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良好的德行”。中庸/中道融合了两个“极端”的优点，是更高层的理性和承担。

马丁教授花费数年时间，在领导力大师詹姆斯·马奇等管理思想家的基础上，访谈了包括杰克·韦尔奇、雷富礼等数十位著名跨国公司CEO，以及管理大师德鲁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电影导演等人后，发展出整合思维的全套思想体系。



整合思维要远离简单化和“专业化”

整合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绝不退而求其次。这一点提纲挈领地将整合思维与传统思维中的“难得糊涂”和被误解的“中庸之道”区别开来。整合思维需要大量采用权衡与折中，但这不等于“将就”——“如果在做选择时抱着将就的态度，你就总是不能成功”，宝洁前任CEO雷富礼对马丁教授如此说道。而为了做出最佳选择，你必须勇于接受复杂性；复杂性是整合思维的起点，因此在如今的VUCA时代其渗透将越来越深。

传统思维强调为提高效率而简单化，而整合思维者远离简单化和“专业化”。这里的简单化，可以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切都应尽量简单，但不是为了简单而简单”来解释。简单化思维是通过将事实变得浅显和表面化，来达到易于理解的目的，但是它容易引发我们的惰性，让我们偏好单方向的直接因果关系。而这里的专业化是简单化的另一种形式，马丁教授的解释是：“‘专业化’是通过从整体中抽取部分、进行专门分析，以达到具有深度和透彻度的目的”，专业化能帮助我们应对复杂性，比如医院里的不同专科与亚专科，能高效地解决绝大部分病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医生忽略病人身体的有机整体性。商业组织里也进行了类似的功能划分，而如何让各部门共同协作一直是领导者的关键事项。

不可否认，简单化和专业化有助于处理复杂局面，它们提供快速的通道，让我们从混乱中逃脱出来；但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升级，逃脱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身经百战的整合思维者能够在混乱与复杂间划清界限，塔塔信息公司的创立者、印度软件之父柯里（F. C. Kohli）的体会是：“任何局面都不仅有一种途径去化解，如果采取系统思维，即使问题再复杂，只要分清主次枝干，并理解与明确其间的相互关系，你就能找到出口，摆脱迷局。”

在摆脱迷局过程中，面对暂时失去条理的局面，穿行于复杂的事态中，你需要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包括纯粹的知识、与能够加强认知能力和敏锐度的个人经验，此时有效的做法是借助外力，组建“多才多艺团队”，以弥补个人知识之所限、拓展思维之宽度。



整合思维的四大原则

在借助于复杂性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时，整合思维与传统思维的决策流程都采用相似的四大步骤：1.找出凸显因素（即什么是最重要的）；2. 建立因果关系模型；3. 将因果关系组合为架构（以执行和推测具体结果）；4.最后确定解决方案。但是两者在每个步骤中的做法大相径庭。整合思维创造出各种新观点、可能性与解决方案，而传统思维却将潜在的可能性隐藏起来，将创造性方案逼进死胡同。在这四个步骤中，整合思维分别要遵循四项原则：


1.扩大决策中关键因素的范围。
 比如在产品改进中，公司不仅要关注客户主动提出的需求，还要寻找他们没有说出来、但内心很希望被满足的需求。


2.善于考虑多方面的、间接的因果关系。
 单一的因果关系很容易追溯，但无法为最佳解决方案提供具有深度与广度的分析路径。


3.在决策时，不是将问题拆分为若干独立的个体逐一解决，而是在保持问题整体性的同时着手处理各个部分。



4.费尽周折地找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每一个构想与流程都比前一个更有效更精确
 （亦即最近几年流行的“迭代”概念）。



设计一趟旅行，而不是一节车厢

整合思维要求头脑中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汇集两方优势，这一原则无论是应用于组织还是个人，都要求一种全局性思维。马丁教授采访IDEO公司CEO蒂姆·布朗时，布朗讲述了美国Amtrak全国铁路公司请IDEO设计某城际高速列车车厢的故事。

Amtrak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在车厢的审美和功能性方面进行升级；具有整合思维的布朗没有只是做好分内之事，他拒绝了简单化和专业化的惯性驱使，而是想到很多美国人选择火车而非飞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车厢的美观，而是搭乘火车的整个过程安排，包括订票方式、站台上的等候等。IDEO设计团队最后确定了十个可以改进的环节，包括乘坐计划、进站、购票、等候、上车、乘坐、到达等。这种全局化的解决方案，在近些年设计思维的深入应用中已变得很常见，但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设计“客户旅程”，为品牌和客户创造出新价值。长期以来，企业都是通过推测客户从考虑购买、到最终下单、到使用产品的过程，预测客户下一步的反应，寻找每个阶段的应对之策；而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从被动应对中跳脱出来，去主动塑造“客户旅程”——引导而非迎合。其中需要借助整合思维和设计思维中的“倒推”模式、多向性反馈回路。

近几个月来，“知识逐浪圈”中关注度最高的是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其《原则》一书的关键思想就是：世间万物都有原则，企业管理有管理的原则、投资有投资的原则；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原则，形成算法才能胜出。整合思维也是一种基于原则的思维方式，在应用于组织时，其核心是掌控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联合；这种掌控，不仅是对现有业务的掌控，还有对创新中关键环节的掌控，以及基于对业务或技能的掌控而加速创新。

创新并非天马行空，基于掌控能力促成创新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毕加索。我们都熟知他充满想象力与怪异构图的立体派绘画，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掀起立体派绘画艺术革命之前，他是一位传统绘画大师；正是基于对传统绘画的精炼掌握，毕加索才在现代艺术中取得了如此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思维基本模式的变化并不大，整合思维可能称不上一种革命性的思维，但是其应用已经很多，并将越来越广。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在《不确定性时代的管理嬗变》中所言：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从业务聚焦到双业务模式；领导者要站在未来向回看，要从外向内看；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你如果明确地说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会为你担忧，因为事实上你可能并不是真的知道。在她近期发表的观点中，有不少与整合思维是高度契合的。

在VUCA时代，许多传统观点都在发生改变。比如很多管理学家以前都认为领导者和员工要善用“优势手”，而现在是要“左右手”并用——对于领导者来说，既要善用显微镜，也要善用望远镜。在不确定性升级的环境下，做战略规划成为一件更困难的事，以整合思维的观点来看，战略一定要做，但更重要的是要不断调整，战略须顺势而成：企业要时时监控内、外部环境，针对新情况迅速反应。拿破仑曾经说过，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计划打赢的，但他还是为每场战争都做好计划——有了计划，才能更从容地调整战略与战术。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如何能够在头脑中保持两个对立的观点，而不至于陷入混乱？这首先需要升级我们的认知模式和心智模式；其次，越是在不确定的时代，就越要掌控可以确定的因素，比如学习——而这可能就是如今读书与学习越来越盛行的主要原因。并且，保持对立的观点与行为也没有那么难，现实中有无数成功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如美国的开创者——17世纪移民到马萨诸塞海湾的清教徒，他们既是幻想家——希望开创一个宗教理想国，又是务实派——生活严谨努力、崇尚科学；他们既勤俭节约，又视增加财富为天职。他们还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追求不断进步，亦即人生的进化。

达利欧在《原则》里写道：“要把你的进化最大化；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进化，而不是回报本身。”他的梦想公式包含了整合思维的应用，也体现了幻想+务实的“双通道”：梦想+超级现实主义+决心=成功。总之，我们要在自我进化之路上探索更深邃而又适合自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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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红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上海高级编辑。





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跨越新时代竞争的

三大鸿沟

魏炜 张振广 朱武祥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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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的商业运行逻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对这一挑战，企业须跨越三大鸿沟：统一商业语言，构建商业思维模式以及匹配执行活动。






几
 乎是一夜之间，竞争的新时代走到了我们的面前。新时代的竞争法则正发生着质的改变。这种变化不仅猛烈冲击着企业和竞争格局，更深刻改变着我们对商业世界的传统理解。

新时代竞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竞争的空间层次更加丰富，竞争的主体从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升级为不同的商业生态系统之间，如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大互联网企业的强大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直接体现，更是来自其所在生态系统的繁荣。二是竞争的时间密度升级，新时代竞争下的企业三五年经历的变化甚至比传统竞争下的企业数十年的进程还要大，从2011年8月发布第一款手机到2014年在国内手机销量夺冠，小米手机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不仅如此，企业间的竞争节奏也在加快，3年为周期的企业战略规划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适用，无论是传统竞争对手，还是新兴甚至是跨界竞争对手，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对市场发起冲击，以致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似乎无时无刻的面对不知来自何方的竞争，企业家的掌控力和安全感大大下降。三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加大，在新时代的竞争之下，颠覆行业霸主、重塑竞争格局已经成为常态；更重要的是，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从淘宝、微信到滴滴出行，兼具创新与抱负的企业带来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面对新时代竞争，有两类典型的对策。对策一,是归纳思维方式的应用，假定外部商业环境存在的客观性并对其进行归类处理，重点是提升企业对商业环境模式识别和应对的能力。对策二,则是演绎思维的延伸，假定新时代下的商业运行逻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要提升的是自身对新时代竞争的分析和驾驭能力，在新的理论框架指导下洞察竞争的本质，提升企业对可预测性、可塑性的掌控能力，并围绕其展开企业活动的设计。这就像人类探索太空的前提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理论指导，而不是对牛顿力学理论体系进行升级。选择第二种对策更具主动性但也更具挑战，企业须跨越三大鸿沟：统一商业语言、构建商业思维模式以及匹配执行活动，这也是本文将要呈现的主要内容。（
参见《跨越新时代竞争的三大鸿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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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统一商业语言

管理者通常认为，企业内战略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割裂是造成战略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企业经营层内部对战略内涵的理解差异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尤其是在企业的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组成的团队中，这种分歧更为显著。此外，战略这个名词本身也难以满足时下企业的需求：一方面，战略的定义非常丰富，每个人理解的战略定义本身都存在不同；另一方面，战略一词在商业环境更加不确定、充满创造力的今天，本身的解释力也在下降。以上原因造成了企业经营层对战略层面的思考难以深入的展开，逐渐蜕化成一种关于企业未来的务虚讨论。所以进入竞争的新时代，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商业语言是所要跨越的第一大鸿沟。

站在不同的高度，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是从哪些视角出发来观察商业世界。企业所在的竞争环境存在企业自身、商业生态系统和商业生态群三层主体，从每层主体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三类截然不同的竞争空间。

第一层主体是具体的企业。从企业视角出发的思维空间可称之为战略空间，它由企业不同战略选择的自由度构成；第二层主体是商业生态系统。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的思维空间可称之为商业模式空间，它由企业在生态系统内不同商业模式选择的自由度构成；第三层主体是商业生态群。从商业生态群视角出发的思维空间可称之为共生体空间，这个空间是由企业对不同共生体选择的自由度构成。

三层竞争空间的划分为企业认知和分析商业世界提供了框架。只有对竞争空间的熟悉，才能理解当前竞争的核心维度、关键控制点和竞争潜力等不同概念。缺少重要统一的商业语言，高质量的决策研讨、计划、准备、组织实施的难度就会非常大；而战略、商业模式、共生体等核心概念的滥用（误用）都会增加企业内部的沟通管理成本和效率。



构建商业思维模式

在统一商业语言之后，企业须跨越的第二大鸿沟便是构建新时代下的商业思维模式。商业思维模式是企业经营团队对商业本质的分析逻辑或思考习惯，反映的是经营团队对竞争的洞察力与商业环境的判断。商业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常常成为企业经营团队分歧的重要来源，通过厘清、明晰经营团队成员的思维模式，可以有效地促进经营团队达成共识。典型的思维模式包括格局思维模式和生态思维模式。


格局思维模式
 是建立在企业对三个竞争空间的理解和驾驭能力基础之上的。空间之上即为格局，企业需要清楚的认知到自身如何从三个空间获得竞争优势。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思考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从战略空间出发。企业先思考自己能够解决客户的哪些痛点，发现竞争对手所忽略的薄弱环节，然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逐渐扩展到商业模式空间和共生体空间，探寻外部须做何种调整来适应战略空间的变化。这种从企业内部到外部、从局部到全局的思考方式，我们称之为焦点思维；第二种路径则是从共生体空间出发。企业先看是否在生态群层面是否存在新物种出现或演变的可能，然后具体到商业生态系统中寻找到价值和效率最大化的方式，最后聚焦到企业的商业模式与战略设计，这种从上到下，从宏观逐步聚焦到企业层面的思考方式，我们称之为顶层思维。

焦点思维更符合思考习惯，但是这种思考路径是以外部商业模式和共生体给定为假设前提，容易局限企业的思维；顶层思维更加抽象且并不易掌握，但它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三层空间能够提供更为全面的机遇集合，二是企业从三层空间之下可以透彻地看到企业业务的终局状态，这样就可以评估从当下状态到终局状态下的哪条路径最佳。


生态思维模式
 关注的则是企业如何看待自身与商业生态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新时代竞争的到来使得竞争的优势来源从单一的企业转向了商业生态层面之后，生态思维模式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我们从企业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和商业模式的复杂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中美互联网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类不同的生态思维模式。Facebook的投资并购沿用的是纵向收购逻辑：一类是为了弥补自身在移动领域的用户及数据的不足，如通过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不仅满足了自身对于数据量以及数据维度要求的同时，也占据了即时通信的有利位置，增加了与用户接触的黏性；另外一类是为了提升Facebook本身的产品技术实力和产品体验，如对Onavo的收购就是此类。Facebook的商业模式非常清晰，凭借其超过17亿的活跃用户及其对真实用户信息的精准掌握，Facebook受到了广告主的青睐，其广告收入在2016年上半年已经占到总收入的95%以上。与Facebook同为社交网络的中国人人网的投资或并购采用的则是横向收购逻辑，人人网先后投资了电商类、职业社交类、视频类、地图导航类，以及互联网金融类网站。人人网在2015年广告收入只占总收入约20%，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包括人人游戏、视频社交平台我秀在内的互联网增值服务(IVAS)，还有20%的收入来自互联网金融服务，每一块业务都有相对独立的商业模式。

如果我们放眼于中美的互联网的巨头企业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BAT（百度、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都致力于培育或做大自身所主导的整个生态系统，其投资或并购的方向是与自身业务具有横向协同效应的企业，其结局，是虽然百度、阿里、腾讯等巨头虽然各家的互联网切入点不同，但最终的商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却都很相似：阿里做社交、腾讯投资了电商京东、百度则控股了糯米团购，原本分别占据交易、社交、中文搜索三大截然不同的互联网领域的企业，进化为三个相似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比拼。反观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虽然谷歌的业务覆盖范围已经非常广泛，从搜索、广告、地图等软件产品，到谷歌眼镜、无人汽车、笔记本和手机等硬件产品，谷歌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将世界上可以数字化的信息抓取过来，当有人对这个信息感兴趣的时候，谷歌力争成为最佳搜索引擎选择，利用对搜索结果旁边的广告位竞价来挣钱。它的商业模式是非常简单清晰的，直至今日谷歌收入的90%以上也来自广告。

中美互联网企业的生态思维模式各有千秋，在不同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企业最终的导向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参见《中美互联网企业生态思维模式差异》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逐步走向“单一企业多样化，商业生态同质化”，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则会走向“单一企业专业化，商业生态多样化”。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满足的是围绕特定用户群碎片化的需求，更具柔性，以逐步演进和模仿性的方式创新成长；美国的互联网生态则是技术或产品驱动的、面向广大用户群体的结构化需求与供给，但柔性弱：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更容易崛起，也更容易被颠覆。

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思考逻辑与行动指向。虽然思维模式无所谓优劣，但我们须在决策前厘清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存在哪些分歧，这更利于做出高水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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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匹配执行活动

跨越新时代竞争的第三大鸿沟是与之匹配新的执行活动。当竞争优势的来源逐渐从企业自身转移至其所在的商业生态，企业的行动逻辑必然也须随之调整：此前企业行动的目标都是直接围绕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展开的，现在企业的行动逻辑则要兼顾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使得所在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空间最大、成长的速度更快；二是在健康的生态系统中提升企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力，最大化企业的价值；三是节奏的把握，即如何平衡前两个方面的关系，企业须拿捏好“做大蛋糕”与“切蛋糕”的分寸，实现企业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

企业在生态系统中寻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须思考明确自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控制什么以及如何控制。通过所有权控制与业务活动控制两个维度综合使用，企业可以强化自身对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有贡献的总影响力。

所有权控制与业务活动控制两种控制手段各有优劣，企业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综合选择控制工具，最大化企业价值。以腾讯为例，当腾讯在2011年决定将其生态思维模式转向开放时，其对生态系统的控制手段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腾讯追求的绝对硬控制，由自己亲自组织资源去做的方式进入目标拓展领域。腾讯虽然强大，却很难做到涉及的领域个个都有优势，如拍拍网、腾讯搜搜等。此后，腾讯则调整为相对软控制，通过战略投资进入目标企业，同时强化自身与目标企业的业务互动，这种转变从腾讯先后投资的京东、大众点评、滴滴出行等重量级收购都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不仅有利于腾讯聚焦于自身的核心业务，而且能够通过联手其他互补领域的强势利益相关方，共同做大生态系统，腾讯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也从之前的彼此竞争转换为协同共进。

在生态发展的节奏控制中，须平衡企业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其中有两个发展的关键里程碑值得重视。首先是尽早达到最小生态系统。即生态系统已经能够在没有外力的支援下完成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的完整循环；其次是生态系统创造的整体价值规模快速增长。这里既体现在不断涌现出新的业务活动及利益相关方角色，也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资本进入到生态系统中来，为生态系统持续注入活力。

事实上，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一个以其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所以每个企业都应建立自己的生态思维和行动标准。企业可以主动寻找到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位置，同时也可以成为其他利益相关方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同行业的众多生态系统和其中的类似角色虽然是竞争关系，但同一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方角色之间可以成就彼此而非完全的相互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激活利用整个生态系统的资源潜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时代竞争的到来也是商业世界一个质的飞跃。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原有商业知识体系的修修补补，而是全新的商业语言、思维模式和执行活动与之匹配，只有跨越这三大鸿沟，企业才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权力，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达成引领商业世界未来趋势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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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炜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张振广是怡安翰威特咨询公司首席顾问。朱武祥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人力

“成长型思维模式”如何获利

 HOW COMPANIES CAN PROFIT FROM A "GROWTH MINDSET"

弗兰克·赛斯佩德斯（Frank Cespedes）| 文

刘筱薇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20
 世纪70年代初，还在攻读研究生的卡萝尔·德韦克（Carol Dweck）着手研究儿童如何应对挫折。她很快发现“应对”这个词很不恰当。她说：“有些孩子不仅能够应对；他们简直甘之如饴。”“对有些人来说，失败意味着世界末日。但也有些人视之为奇妙刺激的新机会。”德韦克现已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在得出最初结论之后，她耗费数十年研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开始她用繁冗的学术名词形容这二者为“固化思维实体理论”和“渐变思维理论”。

到了21世纪初，德韦克就这一课题开始撰写一本面向大众市场发行的书。在此期间，她想到了更有亲和力的说法。如果有人认为才能是一种天生就拥有或缺失的素质，她就称他们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相较之下，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享受挑战，刻苦学习，不断发掘自己的潜力，学习新技能。德韦克的理论框架影响巨大：她的书《思维模式》于2006年出版，已经卖出80万本。而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概念已经开始渗透到教育和运动训练领域。

目前，德韦克正将她的思维模式研究成果拓展到个人领域之外，而此次拓展对管理者来说意义重大。组织也会像人一样有固定型或成长型思维模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对组织和雇员有什么影响呢？2010以来，德韦克和3个同事——玛丽·墨菲，珍妮弗·查特曼及劳拉·克雷开始与咨询公司Senn Delaney合作。

为了研究公司的思维模式，研究者调查了7家财富1000强企业，受访员工非常多元化。她们列举很多观点，如“这家公司对于成功的定义更倾向于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范畴，而且能力大小是无法改变的”，之后她们问受试者对这种说法同意多少。认同度高说明此组织的思维模式主要为固定型；反之则为成长型。研究者接着做进一步调查，想弄清组织内主流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满意度、对组织文化的认知、协作程度、创新能力及职业道德；他们还想了解对主管而言，思维模式又是如何影响他们对雇员的看法。

“粗略来说，我们发现每家公司内部都对其思维模式存在共识，”德韦克说“我们还发现每种思维模式都会衍生一系列相关行为和想法。”比如，在思维模式为固定型的公司，雇员往往称只有一小部分“明星”员工受到重视。反映这种情况的雇员与成长型思维模式公司的员工相比，工作不积极，也不认为公司支持自己的工作。他们害怕失败，所以很少尝试创新项目。

相较固定型思维模式公司的主管而言，成长型思维模式公司主管对员工的评价明显更为正面。他们赞扬自己的员工富有创新精神，善于与人合作，并且笃实好学，努力成长。他们更倾向相信其雇员有管理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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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型思维模式公司

员工认为同事更可靠的比例

比固定型思维模式组织高


47%


拥有更强主人翁意识并且更敬业的比例

比固定型思维模式组织高


34%


公司更赞同冒险精神的比例

比固定型思维模式组织高


65%


称公司更鼓励创新的比例

比固定型思维模式组织高


49%






德韦克的团队还没有研究以财务指标衡量，成长型思维模式组织是否业绩更佳。她说：“这是我们迫切想了解的课题。”但目前研究结果至少可以说明成长型思维模式公司的员工幸福感更强且企业文化更具冒险精神和创新风格。

管理者如何让组织采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呢？德韦克说：“他们要付出艰苦努力并且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改革往往由最高管理层启动。举例而言，如果新上任CEO强调开发职员最大潜能，随后公司就会根据这一点有所行动。德韦克指出，通用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就是位典型的、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CEO。韦尔奇雇用职员并不看其家世背景而是资质。他更偏好10大联盟学校的毕业生和退伍军人，而非常春藤盟校学生。此外，韦尔奇耗费数千小时培训和指导他的管理队伍。这说明他认识到了人成长的潜力。

韦尔奇的例子表明，思维模式对人才招聘这一环节至关重要。思维模式为成长型的组织倾向于内部选拔，而思维模式为固定型的组织则惯于外部招聘。固定型思维模式组织通常看重求职者的文凭和过往成就，而成长型思维模式组织则重视求职者的潜力，能力和钻研精神。德韦克说：“与其看重家世背景，不如物色热爱挑战，想要成长，愿意合作的人，这样招聘才能更有成效。”她特别提到谷歌可能正在做类似改变。它最近开始雇用更多没有大学文凭、但证明自己能够自主学习的人。

德韦克承认，尽管调查结果显示成长型思维模式更可取，但并不意味着这类组织的员工更幸福。比如，有些人自认为才华过人，因此他们更愿意在实行“明星”制度的组织里工作，这样其才华就能获得进一步认可，报酬也会更高。但总的来说，早期研究结果还是证明了侧重雇员成长潜力的组织将会拥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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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的


机会主义


Planned Opport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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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萨拉·莫里斯


艺术作品：《马可2011（里约）》，布面家用光漆画

年代：2013年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 文

刘筱薇 | 译　时青靖 | 校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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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受非线性变化和偶发事件影响。公司须能识别出预示重大改变的微弱信号，关注微弱信号，会让领导者得到全新视角和非线性思维，有助于组织想象未来多种可能并制定相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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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未来受非线性变化和偶然事件影响。你如何让所在组织做好准备？




起点


公司必须识别出预示重大改变的微弱信号，并发现这些信号显示的机会。




解决方案


公司接下来必须开展一个实验项目，提炼并拓展有前景的想法。






在
 新千禧年最初的几年，离岸呼叫中心业务发展得如日中天，而就在这时，印度技术服务巨头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简称TCS）做出了一个有悖常理的决定：放弃呼叫中心业务。



为什么？虽然呼叫中心外包业务是TCS当前业务中增长快速的部分，但是公司领导层发现，该部分业务很快将变得繁重不堪。员工流失极其严重，HR部门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年雇用并培训的新客服代表有50万人之多，既消耗了资源，也使公司偏离其真正的目标——开发更先进的能力和服务。虽然对呼叫中心的需求比以往更强烈，但TCS为避免误入歧途，陷入被动，还是放弃了该业务。

TCS的举措就是我称为“计划性机会主义”（planned opportunism）的结果。计划性机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会先让人们认识到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受非线性变化和偶发事件左右），而“计划性”则是领导应对未来变数的方式。计划性机会主义要求领导者对微弱信号——新趋势的早期迹象体察入微，从中推断出人口学、技术、顾客口味和需求，经济、环境、监管和政治力量方面的重大改变。关注微弱信号，就会得到全新视角和非线性思维，有助于组织想象未来多种可能并做出相应计划。

TCS的领导者注意到一些微弱信号，如技术正向云靠拢，商业服务不再通过企业的传统技术基础设施传递，而是转为在线工具。又如，全球企业最后一定需要水平更高，且更具战略意义的外包服务。高附加值服务行业的人均销售收入往往更高，而聚焦这些服务，即使员工人数不多，TCS也能显著提高收入。TCS的领导者还认识到，公司须让HR加大招聘力度，吸引更尖端的人才。他们的结论是，呼叫中心不会让（实际上还将阻碍）他们得到心目中的未来。

计划性机会主义是一套系统性流程，既能发现即将发生的改变及改变可能带来的机会，也可以展开实验，提炼并拓展非线性商业想法。它为企业完成三大重要事项：1）为新想法创造循环系统；2）培养甄选并落实新想法的能力；3）建立支持持续改革的适应性文化。它还让组织能主动出击，而非被动应对。诚然，计划性机会主义会涉及布局规划及其他传统工具和文化诉求，比如一个更扁平的组织和权力更大的员工队伍。但它不仅仅是一次事件、行动，或一种工具；它涵盖了多个职能的流程和行为，更具弹性并带来增长。



发现并抓住微弱信号

组织要有弹性，首先应知悉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以玩具和游戏制造商孩之宝（Hasbro）为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游戏领域可能被技术颠覆的重大信号已经很明显，比如PC崛起以及雅达利（Atari）电子游戏系统问世。但孩之宝还注意到一些微弱信号：美国出生率正在下降，种族结构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双职工家庭增多。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激起了孩之宝对进入全球未开发市场的欲望。虽然孩之宝不能预料到所有可能影响公司未来20年发展的改变（
见《孩之宝应对非线性变化的方法》

 ），但发现的微弱信号足以指引公司向有成效的方向发展。

孩之宝总能灵活应对本行业中频繁的变化，这是因为该公司CEO布莱恩·戈德纳（Brian Goldner）制定的流程能够发掘微弱信号并根据这些信号预测未来走向。实行该流程要问3个基本问题：我们现在的成功有赖于什么因素和条件？其中哪些因素和条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发生改变（哪些已经开始改变），是否会危及现在的成功？我们该做哪些准备，减轻或利用这些可能发生的改变带来的影响？

孩之宝使用戈德纳制定的流程应对变化，其他组织则可以采用其他方法，达到同样效果。TCS现在利用内部数字平台Ultimatix鼓励公司逾30万名员工彼此之间，以及与管理者分享对间歇性产业调整的看法。公司研发了一款应用软件，用来筛选大量反馈信息并识别出共识。

Ultimatix提供了一种通过自由讨论从员工处收集微弱信号的思路。创建一个执行同一职能的特别工作组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我在2008年到2009年间为通用电气（GE）做咨询，当时与同事设计一个流程，用来对可能影响到GE医疗（GE Healthcare）在印度未来业务发展的微弱信号进行头脑风暴。我们要在与非传统竞争对手（比如本地小企业）竞争的同时，建立一项为“非消费者”（nonconsumer，在本案例中指医疗渠道有限的印度农民）服务的业务。我们精选人才，组成一个特别工作组：20位公司高管（不一定来自最高层）和20名来自公司外的人，包括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医疗学者、政府官员、非消费者和监管者。该工作组成员过去很少参与GE医疗的业务——确切地说GE高端影像设备业务，这些设备以高昂的价格卖给印度的顶尖医院。他们用一周时间找出多种暗示非线性变化的微弱信号，包括巨大的医疗需要未满足、客户购买能力低、医院和合格医生人数不足、医疗保险业不成熟、物质基础设施差,以及数字连通性好。

特别工作组和自由讨论的方法完全可以双管齐下。特别工作组可以进一步改进从类似Ultimatix的系统中收集的想法，或者前者的结论可以从后者的用户处得到反馈。不论组织采取了哪种方法，重要的是记住，好的流程必须触及以下问题：

• 谁是你未来的客户？他们的首要诉求是什么？

• 有何颠覆性技术可能打开新机会窗口？

• 你未来会在什么基础之上与谁竞争？

• 你进入市场的方式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吗？

• 未来可能发生怎样的制度改革？

在流程的这一阶段，不必缩小微弱信号的范围，要尽可能地发散思维、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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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之宝”应对非线性变化的方法

2001年到2015之间发生了多个事件：网络经济泡沫化、经济大衰退、孩之宝股价从11美元上涨至72美元，而其主要竞争对手美泰（Mattel）股价则从15美元升至25美元。孩之宝敏锐应对了预示家庭娱乐行业内巨大非线性改变的微弱信号，具体例子见下文。




颠覆性技术


《地产大亨》和其他桌上游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称霸游戏领域，但新技术很快颠覆了该业务：

• 游戏有了数字和手持设备的新平台

• 游戏的应用程序大大降低了进入门槛。

• 数字游戏传播极快而且全球销量极高，颠覆了传统盈利模式。




新分销渠道


20世纪90年代初，玩具和游戏的主要销售渠道是实体零售店，后来：

• 大型连锁商店开始将家庭式经营商店和精品店挤出市场。

• 亚马逊和其他电商出现。




客户重大转变


孩之宝在1995年主要面向15岁及以下消费者。在接下来20年中：

• 双职工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但可支配收入增加。在孩子身上的人均花费增加。

• 父母开始偏好有明显“充实自我”作用的玩具和游戏。

• 孩子的时间安排越来越紧凑，对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竞争加剧。

• 孩子独自一人的时间变多，更喜爱快节奏的电子游戏。

• 经常照顾年幼孩子而且现在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祖父母成为有吸引力的目标消费者。

• 更多人在通勤的火车和公交车上玩游戏。




非传统竞争对手


自1995年以来，新竞争对手出现了：

• 技术和消费电子公司，比如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微软、索尼和任天堂

• 结合通信、计算机和消费电子的智能手机等产品

• 媒体和娱乐公司，如迪士尼

• 精于技术的中国和印度本地游戏公司

• 大型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




全球化


孩之宝在1995年基本上是一家美国公司。现在全球化提供了新机会：

• 贫穷国家的出生率不断上涨，富裕国家出生率则一直下跌。

• 新兴市场因其游戏概念不同、消费者购买力低、分销渠道独特，需要新能力和新商业模式。

• 新兴市场提供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和工资较低的专业人才。



（返回原文阅读）








提出对未来的假设

微弱信号只有激发出有助于填补当前市场缺口或建立全新市场的想法，才算得上是重要的。要将想法转化为实际机会，必须了解几个不确定因素，并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视为一种假设。为进一步完善这些假设，你可以组建一个跨部门团队，请该团队仔细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些假设一定能将想法转化为巨额财富？

孩之宝决定向基于技术的游戏领域推进时，面临极其不稳定的局面。1995年，没人知道因特网将以多快的速度转变为一个潜在渠道。潜在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还没确定，PC将继续在家用科技中称霸，还是被其他事物（电视或另一种全新的设备）取代，都未可知。随着网络日趋成熟，其他问题涌现出来：公司如何兼顾实体和虚拟世界中的顾客，为他们提供服务？当产业从实体（传统产品利润空间大）向虚拟（网络产品利润空间小）过渡时，经济模式会怎样改变？

孩之宝将以上不确定因素理解为阐释潜在机会的假设，比如：我们可以基于孩之宝品牌研发成功的游戏；我们还可以从头研发成功的游戏；即使计算机和其他游戏平台会变得更复杂，我们也可以通过将研发成本降至最低，并将研发周期缩至最短而获利。随着家庭计算机的普及，我们可以利用电子销售点终端（electronic point of sale，简称EPOS，一种能够支持电子支付的多功能终端——译者注
 ）降低成本。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网站扩大品牌知名度；通过吸引新客户群增加市场份额；通过扩展产品线增加在现有客户中的产品销量。

同样，为了推动公司转型，马恒达集团（Mahindra Group）旗下的汽车公司Mahindra & Mahindra（简称M&M）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一系列假设。过去，M&M一直为面向印度市场的西方汽车制造商组装车辆。然而，M&M现在认为，启动设计和生产原车的新业务，特别是启动自己的SUV产品线的时机来了。

印度中产阶级在经济自由化后迅速增加。微弱信号表明，这些新消费者会支持印度本地生产、性能良好、设计风格迎合本地口味且本地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汽车。然而，新业务要求M&M检验多个假设：对客户偏好的了解、潜在市场规模、定价合理的SUV对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以及M&M自身实力，包括设计和生产SUV，还有保证成本效益的能力和利用供应商优势压缩成本的能力。

微弱信号的含义一般是中性的，可以被理解为机会、风险或两者都说得通。有的信号可能是真正的信号，有的可能仅仅就是无用信息。所以如果企业开始探究微弱信号，试图将之转化为创新的商业想法，再将想法总结成假设，之后再进行检验，微弱信号就会变得越来越有用。



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实验检验假设

不可否认，M&M推出SUV产品天蝎座（Scorpio）是一次风险极高的赌博。公司没有证实过自己有设计汽车的能力，而开发天蝎座的预计成本是1.2亿美元，算是M&M当时最大的一笔投资。

公司决定实行“节俭式制造”（frugal engineering）战略。节俭再加上没有经验催生了一些极具创意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经过实验检验才能执行。其中一个实践是将现有吉普车（获得美国制造商特许）新款的开发，用做天蝎座零件、技术、设计元素、开发和营销战略的测试床（test bed，大型产品开发项目的实验平台——译者注
 ）。据天蝎座项目主管（现为M&M执行董事）帕万·戈恩卡（Pawan Goenka）称，这款作为测试床的产品名为波莱罗（Bolero），车型比天蝎座小，价格较低。波莱罗比天蝎座早两年上市，这让M&M有足够的时间验证结果，并对天蝎座作出相应改进。举例来说，M&M曾外包设计和生产车身板件的业务，但现在它用波莱罗来检验这项业务的能力。“天蝎座是一次全面的创新，”戈恩卡说，“这一旨在进入新市场的全新产品依赖于新的开发战略、激进的成本目标和新商业模式。我们用波莱罗做实验，投入了大概500万美元。在天蝎座上下更大赌注前，我们已经从波莱罗的实验中学到很多经验。”

尽管波莱罗不像天蝎座那样精致高雅，但其设计时尚、舒适，至少能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相比M&M惯用的营销手法，波莱罗检验的新营销手段强调更微妙的概念和信息。如戈恩卡所讲，M&M之前的营销比较“笼统”，更多关注性能和功用，而非风格和潮流。通过将营销关注点反转，建立与市中心买家的信任，波莱罗开辟了新领域。消费者对该车时尚设计和内饰的认可证实了一个假设：天蝎座对见多识广的印度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天蝎座的团队还意识到，印度还没有SUV的市场，所以SUV这一名称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就叫它‘车’。”戈恩卡说。

天蝎座的营销也不强调马恒达品牌，因为马恒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为农村客户制造吉普类汽车。戈恩卡说，在广告中，“我们称之为天蝎座，然后底下用极小的字体标明‘马恒达制造’。”电视广告试图抓住“典型的劳斯莱斯广告中那种激励人心的感觉”，他补充道，“而这种感觉会引起印度大众共鸣。”

最后，波莱罗实验是一次检验天蝎座能否通过改变与供应商的关系，提高降低成本能力的机会。M&M缺少经验，因此有意愿向供应商学习，而非给他们发号施令。公司清楚地列出天蝎座的性能特点、预算目标，并与供应商建立设计合作伙伴关系。这在汽车行业中并非普遍做法，因此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新理念。但M&M发现，很多供应商都因自身专长受到重视，并为汽车制造商给予自己更多设计自由而感到欣喜。

M&M用波莱罗磨练出节俭式制造能力后，就可以将高质量、低成本的天蝎座价格压低至竞争对手汽车售价的60%到70%。如今，天蝎座的销量一直都领先于福特、雷诺（Renault）等制造商生产的汽车。

低成本、低风险实验会挑战很多组织，比如IBM在1993年试图实践一个新想法——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该理念根植于一个假设：电子商务将从计算机的载体迅速发展到其他设备上——从手机和掌上电脑到汽车、厨房电器和其他可以被网络化的物件。这一假设就是现在所谓的物联网。普适计算的提议当时没能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覆盖的研究领域太广，而且没有组成一个正式的管理部门。关于普适计算的项目类型颇多，而且关联性不大，所以最后被划入多个孤岛式核心业务，进入了一系列更适合成熟业务的开发流程中。

由于流程不适合针对发展中市场的新业务，IBM在20世纪90年代末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其方法是，构建一个名为商业新机会（emerg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简称EBO）的组织架构来孵化处在萌芽期的风险项目，帮助公司直面未来企业平台，即互联网的崛起。EBO框架与IBM运作成熟业务的方式有很大区别，明显有利于新业务——EBO极其重视对新兴技术市场的研究。

高级管理层最终将多个与普适计算相关的项目合并为一个事业部，并实行EBO流程中的新规则。普适计算并不受运营部门总经理的控制，而是专门有一个直接向IBM副主席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汇报的团队负责。该团队没有来自核心业务的短期压力，也就能够耐心实验、评估仍不稳定的市场并改进战略。

EBO的进步指标并不基于短期财务表现，而是基于新的发现：在新兴市场逐渐稳固的同时，检验假设，改进战略，找到未来驱动利益的首要因素，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在普适计算部门实行EBO期间，领导该部门的罗德·阿德金斯（Rod Adkins）说，“我们做市场调研性实验时，第一件事基本”都是和IBM客户合作完成的。举例来说，一个普适计算团队曾与某手机供应商在某个能以多媒体形式展示大量数据的平台上共事。他们要针对客户的特别要求研发一项服务，其合作成果最终落实到产品中，而且产品可复制给其他客户。最后普适计算部门成为IBM估值达十亿美元级别的业务。

自实行EBO以来，IBM将更多研究能力转化为成功的新业务。给团队职权，鼓励其检验假设，已被证实是有效且风险低的公司战略。

孩之宝从过去的风险项目中学到的教训之一是，没有经过迭代学习就贸然进入新市场是很危险的。尼克松政府在1970年启动一个针对职场妈妈的日托补助项目。为利用这一机会，孩之宝以Romper Room品牌（因美国流行儿童电视节目而出名）名义，推出多家幼儿园。孩之宝没有用低成本实验建立快速学习周期，而是采取一种类似“我若盛开，蝴蝶自来”的方针。公司很肯定幼儿园可以利用自身成功的Romper Room玩具产品线吸引并留住客户，但孩之宝是一家产品制造商，而非服务提供商——它将自己引上了绝路。孩之宝创始人家族成员之一艾伦·哈森菲尔德（Alan Hassenfeld）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一旦接到称‘孩子找不到了’的电话。整家公司就将停止运营。”在实行这个大胆，却不明智的战略5年后，孩之宝叫停了幼儿园业务。



投资“可控因素”

公司和CEO往往不知道如何精准判断未来，更不用说展开行动了。虽然他们承认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但总认为未来离自己很远，等时机到了再来处理就不对了——未来并不在远方。恰恰相反，它像不断更新的软件程序，每天都在变化，而你必须注意到并了解这些变化。只有天天都研究未来，你的企业才能在面临非线性机会或受到严重威胁时表现得韧性十足。

计划性机会主义是在无法预知的事情发生前就取得一定掌控权的战略。当然，这算是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难题之一。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在其自传 《一辈子做女孩》（Eat, Pray, Love）中写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奔驰而过,犹如马戏班演员在并排奔跑的两匹马之间保持平衡——一脚踩着名叫‘命运’的马,一脚踩着名叫‘自由意志’的马。你每天必须问自己：哪匹马是哪个名字？哪匹马我应该不再为其烦恼，因为它不受我的控制，而哪匹马则我须集中心力驾驭？”

尽管吉尔伯特写的是个人行为，但她的比喻同样适用于组织及其领导。公司在所有活动中都必须不断问自己：“哪匹马是哪个名字？”自由意志之马可被驾驭，但“命运”之马不能。计划性机会主义要求领导者将精力和注意力用在前者上。

我并非在暗示你应该放弃不可驾驭的马。相反，你须了解、尊重并努力防范不可控命运的潜在破坏力，而驾驭不可控之马的最有效方法是聚焦你可以控制的马。孩之宝确定微弱信号并根据这些信号采取行动的流程，M&M的实验学习法以及IBM的EBO项目，让它们为未来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计划性机会主义是掌控未来，主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手段。它不依赖于一个适应改变的文化；久而久之，它创造
 一个这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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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贾伊·戈文达拉扬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Coxe教席杰出教授，也是哈佛商学院Marvin Bower奖学金项目成员。本文基于戈文达拉扬的著作《三个盒子解决方案：引领创新的战略》（The Three Box Solution: A Strategy for Leading Innovatio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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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新来的恐怕并不适合在这里工作。”







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商业决策远离线性思维

Linear Thin king in a Nonlinear World

巴特·德朗格（Bart De Langhe） 斯特凡诺·蓬托尼（Stefano Puntoni）

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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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是线性偏见的受害者，显而易见的选择往往是错的。减少线性思维对商业决策的影响须做到4步：提高对线性偏见的意识；关注成果而非指标；了解你面对的是哪一类非线性关系；尽量提供有关非线性关系的信息。另外，要对抗线性偏见，还有一个有效方法是数据可视化。






先来做一道应用题。假如你负责管理公司车队，车队有两种车型，分别是一加仑汽油能跑10英里（简写为10MPG，MPG是miles per gallon的缩写，代表每加仑英里数）的SUV和20MPG的小轿车。两种车数量相同，且都是每年跑1万英里。你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把其中一种换成更省油的车型，降低运营成本，并实现可持续性目标。





从以下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

A.将10 MPG的车换成20MPG

B.将20 MPG的车换成50MPG

乍一看，方案B似乎更好，30MPG的增量比10MPG高，比例增长也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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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是否令人惊讶？许多人都会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的思维将MPG与耗油量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线性，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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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示意图并不准确。耗油量与MPG并非线性相关。经过计算，两者间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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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曲线进行分析，标出以上两种升级方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更换10 MPG的车型更为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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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将20 MPG的车型升级为100 MPG，节省油量依然不如把10 MPG换成20 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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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图表为证，选择MPG较低的升级方案却依然与直觉相悖，感觉上就是不对。

如果你还是感觉不对，那不是你的错。数十年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很难理解非线性关系。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简单的直线。很多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什么问题：一个书架可以放50本书，两个书架放100本，三个就可以放150本；一杯咖啡两美元，五杯咖啡10美元，10杯咖啡20美元，15杯咖啡30美元。

但商业上许多东西是非线性相关的，我们必须有这个意识。通才和专才都要注意，因为即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明白自己领域中存在非线性关系，也可能下意识地跟随直觉行事，继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实践中的线性偏见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和公司成为线性偏见的受害者。常见的一种线性偏见涉及一个重要的商业目标：利润。

影响利润的主要有三个因素：成本、销量和售价。一个因素发生改变，另外两个必须随之变动，才能保持利润不变，例如成本增加，售价或者销量必须随之增加才能抵消影响；如果售价打折，就需要降低成本或提高销量来避免利润下降。

可惜管理者对于这几大因素间关系的直觉并不准确。多年来专家一直告诫公司，价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大于销量和成本，但高管往往过度关注销量和成本，不重视合理定价。

原因何在？因为价格下降后，销量大幅提升，这个现象令人兴奋。他们意识不到，销量要提高多少才能保持总利润不变，特别是在利润微薄的情况下。

假设你负责管理一个纸巾品牌。一卷纸巾售价50美分，生产一卷纸巾的边际成本为15美分，最近你有两个促销方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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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似乎是方案B更好，价格下降40%，销量提高80%，比降价20%多卖20%的方案A更能赚钱。不过你大概也猜到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两种促销都会使收益降低，而方案B的负面影响大于方案A。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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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方案B的销量几乎翻了一倍，但利润下降了近25%。要在降价40%的情况下保持350美元的利润，销量必须达到2300卷以上，即增加133%。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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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关系也延伸到了消费者态度等无形的层面，例如消费者对待环保的态度和实际行为。我们常常听到高管抱怨说，人们自称关心环保，却不愿为生态友好的产品多花钱。定量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与环球扫描公司（GlobeScan）的研究发现，18个国家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程度随着时间显著提升，但消费行为改变的速度较慢。受调查的所有消费者都认为食品生产和消费应当更注重可持续性，但几乎没有人为这个目标改变自己的行为。

原因何在？事实证明，消费者表示自己在乎什么，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但管理者常常误以为，经典量化工具（如让消费者用1至5分的评分表示重要程度的问卷调查）能够以线性方式预测消费者行为。事实上，打1分（完全不关心环境问题）的消费者和打4分（比较关心）的消费者的实际行为几乎一样，但打4分的人与打5分（非常关心）的人群行为差异巨大。行为和态度间的关系是曲线而非直线。

公司往往难以意识到这种规律，部分原因是关注平均值。平均值掩盖了非线性关系，导致预测错误。举个例子，某公司在两个目标客户群体中发起有关可持续性的问卷调查。一个群体中所有消费者都打了4分，另一个群体中一半人打3分，另一半打5分。两组人的平均关心程度相同，但实际上，第二组总体更愿意购买绿色产品，因为打5分的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的几率大大高于打4分的人，而打4分的人和打3分的人行为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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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一些重要领域一再出现，如消费者隐私问题。荷兰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显示，声称自己比较在乎隐私问题的顾客人群和不太在乎的人群中，持有会员卡的人数相差无几。担心隐私问题的人为什么会同意办会员卡、泄露敏感的个人信息？因为只有那些表示自己非常关心隐私问题的人才会明确采取措施保护隐私，关心程度在此之下的多数人都不会调整行为。

选择绩效指标时也要考虑非线性关系。例如一些公司为了评估库存管理效率，对存货周转天数进行追踪，还有一些公司记录的是每年库存周转的次数。多数管理者不知道自己所在公司选择某一种评估方式的原因。但这个选择可能在员工积极性等方面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

如果某公司有能力将存货周转天数从12天减少到6天，再加上额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减少到4天。这就相当于存货周转次数从每年30次提升到每年60次，可以进一步提升到每年90次。两者实际意义相同，但如果公司关注周转次数而非周转天数，员工会更有动力追求进步，这个结论来自德国科隆大学托拜厄斯·施坦格尔（Tobias Stangl）和乌尔里赫·托内曼（Ulrich Thonemann）的研究。原因是，以周转天数为评估标准，员工感觉像是自己努力的回报渐渐减少，但改进周转次数则让人觉得回报稳定不变。

公司可以选择不同评估标准的领域还有仓储（捡货时间和配送效率）、生产（生产时间和生产效率）及品控（故障间隔时间和故障出现率）。

非线性关系就在我们身边，以下探讨非线性关系的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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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人们希望变量和结果之间是线性关系。很多时候的确如此，比如iPad的存储能力和实际能够存储的数据，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比如升级网络带宽节省的时间和下载速度。




挑战


在非线性的情况下，如何克服线性思维倾向，避免错误的决定？




解决方案


首先要理解四种非线性关系，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线性思维造成的差错。可以运用数据可视化确定你面临的是不是非线性关系，再做出选择，最大程度地接近理想结果。





四类非线性关系

非线性关系共有四种，可以通过图形了解其规律。


提升速度先慢后快。
 比如一家公司有两个客户群体，年度利润贡献都是100美元。客户群A保留率为20%，客户群B则为60%。多数管理者认为，增加哪个群体的保留率，对最终盈亏影响不大。更有甚者，许多人发现客户群A保留率翻一倍要比客户群B保留率提升1/3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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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客户终身价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简称CLV）与保留率之间是非线性关系，CLV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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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率从20%提升到40%，CLV增加约35美元（以10%的折现率将未来利润折算为现值），但如果保留率从60%提升到80%，CLV就能增加约147美元。随着保留率提升，CLV先是缓慢增加，然后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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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司注重寻找最有可能流失的客户，针对他们采取营销方案。但更有利的做法往往是重视最有可能留下的客户。线性思维方式让管理者低估了较高的客户保留率小幅提升对利润的极大影响。


下降速度先慢后快。
 房屋抵押贷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房主往往会惊讶，还款期前几年，偿还本金的速度非常慢。但如果贷款利息率和还款期固定，本金余额越来越少，每次需要偿还的利息就会减少。本金的减少不是线性的。如果30年要还贷16.5万美元，利息4.5%，前5年里应还本金只会减少约1.5万美元，到第25年，本金会降到4.5万美元以下。因此在还款期最初16%的时间里，房主偿还本金不到10%，但在最后16%时间里偿还本金则超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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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贷者往往受线性思维误导，数年后将房产出售（并支付手续费）时，只得到微小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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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速度先快后慢。某产品销量增加，公司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升单位利润——这是评估公司效率的常用指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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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家公司一年卖出10万个部件，单价2美元，制造成本为10万美元，其中5万美元是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50美分，单位利润为1美元。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产量和销售量来提升单位利润，因为这样可以摊薄固定成本。假设单位变动成本不变，如果销量翻倍达到20万，单位利润会提高到1.25美元。这样的增长也许会吸引你，让你觉得如果把销量增加到80万，单位利润就会大大提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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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你的非线性思考能力

通过这个测试看看你能否做出最好的决定。（
答案见文章末尾

 ）

1 以下哪一项吃掉的披萨较多？

A. 吃一个12英寸的披萨。

B. 吃两个8英寸的披萨。



2 公司常常要关注终身价值最高的客户。如果分析员根据终身价值为你的客户分类，1表示价值最高，10表示价值最低，以下哪两组的价值较为相近？

A. 1组和2组。

B. 3组和8组。



3 你的公司有两个工厂，都是7天24小时无间断运转，以下哪种做法能让年产量得到较大的提升？

A. 第一家工厂的每小时产量从100提高到120。

B. 第二家工厂的每小时产量从130提高到140。



4 你在研究男性和女性购买某新产品的意愿，目前调查对象已有20名男性和50名女性，以下哪种做法能更好地提升预测准确度？

A. 再找5位女性和30位男性。

B. 再找100位女性和5位男性。



5 以下哪种情况的差旅时间增加较多？

A. 每年飞行距离从2万英里增加到4万英里。

B. 每年飞行距离从5万英里增加到6万英里。



6 要增加公司网站流量，以下哪种方法更好？

A. 将网站在某关键词搜索结果中的排序从第十提升到第四。

B. 将网站在某关键词搜索结果中的排序从第四提升到第二。



（返回原文阅读）








如果销量从40万增加到80万（难度比从10万到20万高得多），单位利润只会提升约6美分。（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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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注重规模经济和增长带来的好处，然而线性思维会让他们高估销量对利润的作用，低估价格等其他影响更大的因素。




下降速度先快后慢。
 公司通常根据投资回收期（即回本所需时间）来评价投资。显然，回收期越短越好。假如你有两个项目要筹资，项目A回收期为2年，项目B为4年。两个团队都认为可以努力让回收期减半。许多管理者会觉得项目B更有吸引力，因为可以节省2年，比项目A节省的时间多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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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司管理者最终要考虑投资回报，而非回本时间。1年回收期，年回报率（annual rate of return，简称ARR）为100%，2年回收期则是50%，相差50个百分点，4年回收期是25%，与两年回收期相比差25个百分点。因此，随着回收期增加，ARR先是迅速下降，然后下降趋势放缓。如果追求高ARR，选择项目A更合适。

对规模相似的项目投资组合进行对比的管理者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回收期1年的项目和另一个回收期4年的项目组合，投资回报比两个回收期同为2年的项目组合更高。不能低估相对较短的回收期对ARR产生的影响。



如何减少线性思维偏见的影响

线性思维偏见在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无可避免地影响管理者的商业决策，但我们可以设法减少其影响。


步骤1：提高对线性偏见的意识。
 MBA项目应当明确提醒未来的管理者注意这一现象，教给他们应对之法。公司也可以采取措施，比如让员工做有关非线性关系的小测试（
见边栏《检验你的非线性思考能力》

 ）。根据我们的经验，员工会觉得这种练习有趣且有启发。

一些领域已经有了更广泛的相关教育项目。例如Ocean Tipping Points，该项目旨在提升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中非线性关系的敏感性。科学家和管理者往往想当然地以为一个应激源（如捕鱼）和一种生态响应（如鱼群减少）之间是线性关系。然而，应激源的改变有时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巨大损害，渔业小规模增长可能会使一个鱼群崩溃。Ocean Tipping Points项目寻找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临界点（tipping point），协助改善自然资源管理。


步骤2：关注成果而非指标。
 高管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为组织设置方向和激励。但预期成果时常与日常业务决策距离遥远，因此公司寻找相关指标作为替代，并利用激励将指标放大。例如，许多公司为了提高销量，就尝试让本公司网页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

问题在于，这些替代指标可能会成为目的而非手段，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替代（指标）最大化”。如果指标和成果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这样就会带来麻烦。比如搜索排名和销量就不是线性关系。搜索排名下降时，销量下降趋势先快后慢。网页在搜索结果中从第一降到第二，对销量的影响大过从排名20降到25。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指标可以代表多个成果，将人们引入歧途。例如年回报率（ARR），想要提高投资未来价值的管理者可能会考虑这个指标。用图表表示投资产品的ARR和累计回报，你会看到后者随前者变化的趋势是先慢后快。

达到特定投资目标所需时间随ARR变化的趋势则恰恰相反：随着ARR提高，达到目标所需时间先是迅速减少，然后渐趋平缓。

由于ARR以不同的非线性方式与多个成果相关，人们往往错估其影响。管理者想提升回报，可能在回报率从0.3%升到0.7%的时候极为关注，但对从6.4%到6.6%的变化就不那么关心了。事实上，回报率较低时上升一点，对未来回报总额的影响不如回报率较高的时候。与之相反，管理者要减少达到投资目标所需的时间，可能会承担额外风险将回报率从6.3%提升到6.7%，却不在意从0.4%到0.6%的变化，其实前者对时间的影响远不如后者。


步骤3：了解你面对的是哪一类非线性关系。
 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和小厄尔·萨瑟（W. Earl Sasser Jr.）在《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刊载的文章《满意的客户为什么会转投别家》（Why Satisfied Customers Defect）中指出，客户满意度和客户保留度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但各个行业的具体形式不同。在汽车等高度竞争的行业，保留度随着满意度上升的趋势先慢后快。在非竞争性行业，保留度迅速提升后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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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情况下，线性思维都会导致差错。在竞争性行业，管理者会高估提升不满意客户的满意度的影响；而在非竞争性行业，管理者会高估进一步提升已经满意的客户满意度的影响。

管理者应当避免泛化不同领域中的非线性关系，结合具体情况理解相关因素及其影响。

商业实验是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方式（见埃里克·安德森（Eric T. Anderson）和邓肯·斯迈斯特（Duncan Simester）2011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手把手教你做好商业实验》（A Step-by-Step Guide to Smart Business Experiments））。设计实验时，管理者应当考虑到非线性。例如，许多人对比低价产品（图表中的A状态）和高价产品（B状态）的销量差，评估价格对销量的影响。然而两点一线无法揭示非线性关系，至少要有低、中（C状态）、高3个价格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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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者免受线性偏见影响

有关商业欺诈行为和消费者利益的探讨，往往集中在特定消费者群体容易受害，如儿童和老人。但由于线性偏见影响，所有消费者都可能受到欺骗。在2008年出版的《助推：改进健康、财富和幸福感相关的决定》（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nd Happiness）一书中，作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负责构建消费者做出决策的环境。如果环境构建得当，消费者可以做出对自己、对社会更好的选择。

政府和消费者权益组织已经开始推行统一的评估标准，让消费者能够对同类商品进行比较。可惜这种标准往往缺乏具体的说明。例如，打印机制造商都会在产品信息中注明打印速度的 ISO标准，即每分钟打印页数（pages per minute，简称PPM），但节省的时间与PPM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统一的标准很有用，可以让产品对比更简单，造福消费者。但如果消费者以线性思维考虑问题，就可能无法做出最好的选择。

说到底，消费者不在乎评估标准。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节省多少时间或金钱。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数据，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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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尽量提供有关非线性关系的信息。
 除了提供培训，公司还可以建立支持系统，在管理者由于线性思维倾向做出错误决定时加以提醒。

理想状态下，算法和人工智能可以识别线性偏见发生作用的场合，提供信息予以纠正。不过，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正式场合起这种作用，但对线下和口头做出的决定就无能为力了。而且，建立这样的系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

要对抗线性偏见，有一个技术含量不高但有效的方法：数据可视化。本文用图形表明非线性关系，帮助读者了解一些线性偏见。图形要比列举数据更为简明易懂，而且可以帮助你看到发生变化的临界点，让你切实地感受到非线性的影响。

提供表示非线性关系的图表，乃至构建假设情景，可以让管理者进一步熟悉非线性关系，在做决定之前先行确认。

公司要帮助客户做出好的决定，也可以利用数据可视化。例如，要向驾驶者说明在行驶速度已经很快的时候再加速，节省的时间很少，可以在汽车仪表盘上增加一个表示所需时间的图示。有一种方法是用埃亚勒·派尔（Eyal Pe’er）和埃亚勒·加姆利埃尔（Eyal Gamliel）的“节奏测量仪”（paceometer），指示行驶10英里需要的时间。时速从40英里提升到65英里，每10英里可以节省约6分钟，但从65英里提升到90英里只能节省约两分半——这个事实会让很多人惊讶，两者都是将时速提高了2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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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营销的启示

现代市场营销的基础理念是，更多地关注消费者利益而非产品性能，你会卖出更多产品。例如，苹果公司意识到，MP3播放器“把1000首歌放在口袋里”比“内部存储容量达到5GB”更吸引人。

但我们的理论说明，有时候宣传产品性能也可以让公司获利。消费者倾向于认为产品性能和自己得到的利益之间是线性关系，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向顾客说明实际利益，揭示过度消费，也许会让他们改变购买决定。比如打印机每分钟打印的页数、会员卡点数和防晒系数等。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宽带升级。我们的研究显示，宽带网络收费是线性的，从较低带宽升级和较高带宽升级的花费一样。但下载速度和下载时间之间不是线性关系。随着下载速度增加，下载时间的减少先快后慢。速度从5 Mbps提升到25 Mbps，每下载1G数据可以节省21分钟，而从25 Mbps提升到100 Mbps只能节省4分钟。如果消费者知道了升级到100 Mbps的实际效果，也许会选择更便宜、速度较慢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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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刻意寻找消费者对性能和利益之间关系的错误认知，这种营销策略有些问题。公司利用消费者的错误认知，被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
见边栏《让消费者免受线性偏见影响》

 ）




近年来，
 生态学者、生理学者和医师等一些专业人士已经开始将非线性关系纳入日常决定。非线性关系普遍存在，商业世界也不例外。管理专业人士应该学习其他行业，了解线性思维在非线性的世界里可能导向的误区。这种意识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也帮助他们身边的人做出更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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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思考能力测试答案

1 A.圆形面积公式是π(r 2 )，A选项吃掉的披萨面积是113平方英寸，B选项则为101平方英寸。



2 B.较为精细的细分策略，运用在最能带来利益的客户群体中更有价值。公司可以把4组到10组的顾客分在一起，把1组分为两个群体区别对待。



3 A.每小时产量和年产量之间是线性关系，将每小时产量从100提高到120，年产量的增加量是从130提升到140的两倍。



4 A,某项估算的统计精确度随样本大小增长的趋势先快后慢，小幅度增加样本数量，比大幅增加更划算。



5 A.差旅时间和距离之间是线性关系，多飞2万英里所用的时间比多飞1万英里更多。



6 B.搜索结果排序和总点击量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前几名之间的流量差异非常明显，顺次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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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数字化时代企业生存之道

陈春花 廖建文 | 文 李剑 | 编辑






无论是增长速度，价值获取方式，还是战略举措等多个方面，数字化时代发生了与企业原有核心能力完全不同的改变。企业必须更新底层战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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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有一个流行的英文缩写词来刻画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VUCA。四个英文字母分别来自动荡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首字母。几个数字能说明一切：

1970年以前美国上市的公司中，92%能撑过上市后的5年；而2000年到2009年上市的公司中，这一比例仅为63%（剔除网络泡沫和2008年衰退影响）。

电话的普及率从10%上升到40%经历了39年，而移动电话达到同样的普及率则只用了6年，智能电话更是仅仅3年。

腾讯QQ聚拢5亿用户用了十几年时间，而微信只用了3.5年时间；携程、淘宝和京东用了十几年才形成对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而滴滴打车、Uber和Airbnb则只用3年就形成了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性优势。最近出现的摩拜单车，则用一年时间分布180个城市、7个国家。与其说它颠覆了行业，倒不如说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企业的寿命、产品的生命周期、争夺用户和行业更替的时间窗口，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短。今天的商业系统就像是一个极速奔跑中的运动员，每一段位移都伴随着心率的加快、呼吸的增速和越来越难以挣脱的窒息感。

驱动整个系统加速运转的“强心针”无疑是技术——技术带来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周期更短，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到了。而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数字化时代不仅仅是加速度的“量变”，更是底层商业和战略逻辑的“质变”。

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今天几乎所有的生态企业都还在沿袭工业时代的逻辑——连续、可预测和线性思维。它们用整合、多元化方式进行有计划的布局，虽然冠以“生态战略”之名，然而战略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数字化时代的未来是复杂的。数据、协同和智能等要素碰撞在一起，将重构商业系统的结构，带来非连续、不可预测和非线性思维。如果仍然沿袭工业时代的逻辑，企业不具备应对复杂性所需要的“大规模作战能力”。那么，其实企业的规模越大，崩盘的速度也就越快。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更新底层的战略逻辑。这是因为：数字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无论是从增长速度，价值获取方式，还是战略举措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与企业原有核心能力完全不同的改变。



不仅仅是加速度

有两种看待未来的方式：“站在现在看未来”和“站在未来看现在”。这两种方式出发点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1.站在现在看未来


“站在现在看未来”的立场，是根据对今天行业发展瓶颈以及趋势来预测未来走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假定产业的发展条件可控及发展速度可预测，将未来看作对今天趋势的线性延伸；第二种则激进一些，看到技术带来的指数级增长效应，将未来视为对今天趋势的指数型延伸。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产业的环境相对稳定，用线性的思维预测未来大体是准确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普遍感觉到这样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全面挑战。例如，2002年起，手机行业的增长是年年翻番，而不是专家所预测的12%-16%。在各行各业，行业发展和竞争格局切换的速度都远超人们预期，令人猝不及防。

比尔·盖茨说：“我们总是高估在一年或者两年中能够做到的，而低估5年或10年中能够做到的。这是因为技术的力量也正呈指数级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所以它始于极微小的增长，随后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爆炸式地增长”。显然，线性增长的思维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技术环境了，取而代之的是指数型增长的思维。

指数型增长的思维可以对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进行很准确的阐释。最著名的例子是“摩尔定律”。1975年，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会提升一倍。这条经验法则直到现在仍然基本正确。摩尔发现的成倍增长模式不仅适用于集成电路，还适用于任何信息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所驱动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许多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型企业就验证了“指数型成长”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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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三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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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线性思维”还是“指数思维”，都还是在一个“连续性”的框架内讨论未来的变化：增长曲线是平滑的、优美的、有规律可循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平缓地匀速上升，还是急剧地加速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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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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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型曲线带来的挑战已经让很多传统企业足够头疼了。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这还不是全部。未来随着数据、协同和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彼此碰撞，诞生出全新的商业范式，会进一步动摇今天的许多商业逻辑。

而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加速度。


2.站在未来看现在


“站在未来看现在”的立场，是首先回归行业的本质及对行业发展变化的想象，尤其是对技术的前瞻性认知，再反过来倒推今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为什么要“站在未来看现在”？我们观察到今天的许多现象级商业模式，其实本质并没有改变。例如，知识付费的崛起，其实是将已有的产业搬到线上，借助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迅速聚拢大量用户，在短时间内达成指数级增长的效应。但是商业范式的本质——包括向用户提供的价值、关键成功因素、成本结构与盈利模式等——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数据、协同和智能所驱动的数字化商业范式与今天各行各业所奉行的惯例却有天壤之别。数字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仍然“站在现在看未来”，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在数据和算法的驱动下，数字化时代的商业逻辑会发生彻底改变。

也就是说，现在和未来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鸿沟。不同的商业范式之间存在断点、突变和不连续性（
见边栏《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三种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经验曲线可能就不适用了。



不一样的数字化时代

数字化时代不是简单的自动化、虚拟化和信息化，不是单纯地将线下商业模式转移到线上，而是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这意味着：价值创造与获取的方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见边栏《数字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的对比》

 ）。

产品层面，会从“交易价值”走到“使用价值”。工业化时代的产品大多追求交易价值，企业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产品卖出去，之后的维护客服等被视作成本。但是在未来的数字化时代，智能产品本身会变为服务，产品的使用才是价值创造和获取的开始。客户的持续使用意味着数据的持续输出，也意味着针对每个客户需求算法的迭代，这种参与使价值成为企业与客户共同创造的过程。

市场层面，会从“大众市场”走到“人人市场”。工业化时代的市场营销是通过市场细分，针对同质化人群的需求，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最终满足“千人一面”的需求。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和算法驱动使得我们能够实现产品标准化和体验个性化的完美组合，实现“千人千面”的客户化服务。

客户层面，会从“个体价值”走到“群体价值”。智能商业提供了许多将客户个体价值转变为群体价值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智能设备的联网，将某个区域内车主的位置和行车速度数据聚合在一起，能够对交通实况的动态了如指掌，从而建立交通优化方案。通过叠加客户关系，企业得以实现客户集合的新价值创造。

行业层面，会从“边界约束”走到“跨界协同”。工业化时代，企业对行业边界的理解固化，关注相同的竞争要素，因此往往会走向竞争的趋同。而数字化时代打开了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通过对用户动态数据的积累和计算，企业可以更容易地整合其他产品与服务，精准地满足每一个客户多样化、便利性、及时性的需求。因此，资源约束被打破，企业会走向跨界、协同。

事实上，很多行业正在经历这些变化：从传统汽车到无人车，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机，从PC电脑到云端服务，新旧时代的领头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价值的创造、竞争的要素和行业的边界都在被重新定义。

我们判断：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来，数字化的浪潮会进一步侵袭到各行各业：精准农业、精准医疗、精准制造……资源聚合的范围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广，资源聚合的速度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快。

这是因为：（1）数字化让资源聚合变得更加容易。数字化时代的数据和智能技术就像“粘合剂”，通过场景的触点、数字网络的协同和智能算法的调度，将散落在商业系统不同位置的资源串联起来，共同发挥作用。（2）数字化使资源聚合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通过成本的重构，更容易实现经济可行性；（3）人们对数字化商业模式的理解程度在不断提高，通过积极共享、平台化和跨界，不断追寻增长的新模式。

未来已来。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数字化时代”。



断-聚-合：与非连续性共舞的三部曲

数字化时代带来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机会。但是对于具有在位优势的企业而言，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今天各行各业具有在位优势的企业，往往是将工业化时代的商业逻辑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姣姣者，在原有的轨道上走得顺风顺水，并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护城河。但是，突然间它们发现：游戏规则就要改变了——原来的经验曲线不适用了，要重新来过；原来的资产没有价值了，甚至变成了负担。

如果要在数字化时代继续领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跨越工业化时代与数字化时代之间的“鸿沟”，让其产生的非连续性成为机遇而非障碍？

我们给在位企业提出的建议是“与非连续性共舞的三部曲”：断-聚-合。


1.断（abandon）


断，即“断、舍、离”，代表的是“有组织地放弃”。

在企业长期的活动中，会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流程、惯例、知识资产和集体心智，并且沉淀下来成为“组织记忆”。“组织记忆”有助于企业内的信息共享、控制和政策宣传，但是当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会对战略转型和组织变革形成阻碍。就像一辆高速行驶中的列车，惯性越大，掉头就越困难。

在工业化时代适用的许多“组织记忆”会成为企业跨入数字化时代的桎梏。例如：科层式的组织管理强调层级、分工、集权、标准化作业和中层监督，无法支撑组织敏捷应对外部变化、鼓励创新和多元化；规模经济的战略出发点强调占有和整合资源，对于数字化时代出现的分布式大规模协同模式则无能为力。

有组织地放弃，意味着在多个层面放弃组织的过去——行业、资产、客户和模式。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正是过去的行业、资产、客户和模式定义了这个企业是谁、为什么（在过去）那么成功。然而，如果这些“过去”与未来数字化时代的范式相冲突，则必须“断、舍、离”，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否则，昔日的明星很可能在时代交替之际骤然黯淡。

联想集团在今天的处境就很值得我们深思。联想毫无疑问是工业化时代一颗明星：在“贸-工-技”的模式下，联想多年来深耕渠道、拓展市场，在PC和手机市场积累了巨大的渠道影响力，获得了行业领导者的地位。但在今天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联想的PC业务受到云服务模式的挑战，市场逐渐萎缩。手机业务也进入“用户为王、体验至上”的阶段，对企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似乎到目前为止，联想还没有走出“贸-工-技”的业务模式，市场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发力数字化时代，联想首先要做的是“有组织地放弃”，忘记过去的模式和经营方式。


2.聚（aggregate）


聚，是聚集要素，回答的问题是“未来组织的增长来源于哪里”？

工业化时代，聚集资源对企业而言就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视角叫“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可持续的竞争力来源于其所占有的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和难以复制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研发专利、渠道、人力资源和品牌等有形或无形资产。因此，企业必须占据和发展这些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

数字时代最大的改变是资源的改变。在工业时代所关注的资源，到了数字时代变成了基础条件，而新的要素不断产生和融入，所以，企业必须能够做到融合新的要素。

“聚集要素”和“聚集资源”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回答的问题是“未来组织的增长来源于哪里”。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组织将不断涌现的客户需求视为组织增长的根本来源。而客户的需求很少会正好全部落在企业的资源能力边界内。所以，企业必须聚集外部的资源，为自身的成长提供燃料。

从这个角度看，“要素”不仅仅是内聚，更是外聚，不局限于行业，而是跨界的资源。同时，“聚集”不仅仅是整合与吸收（内力），还有连接与合作（借力）。重要的不是“为我所有”，而是“彼此滋养”。这在工业化时代还比较困难，但是，数字技术的“粘合剂”作用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率地聚集这一切。

聚集要素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要让要素“聚”起来，企业的价值观很重要。企业崇尚的是唯我独尊，还是开放分享？企业是否愿意在自己有绝对话语权时仍与合作伙伴共享利益？这些价值取向决定了企业能够聚集起来的要素的数量与质量。

腾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腾讯是一家令无数创业公司胆战心惊的企业——无论它们开发出什么样的产品（游戏、应用等），腾讯都会凭借其强大的产品能力迅速复制，并且做得比原创产品更出色。这令腾讯周边的生态寸草不生，成为互联网产品创业公司的梦魇。2010年的3Q大战，舆论纷纷将矛头指向腾讯。反思之后，腾讯的价值观出现了明显转变：2011年起，腾讯推出开放平台战略。对于合作，腾讯拿出了“半条命”。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腾讯与合作伙伴共建的新生态，从“一棵大树”成长为“一片森林”。


3.合（assemble）


合，指的是“整合”与“组合”，是对所聚要素的配置与再生。

彼德·德鲁克晚年时，有记者访问这位管理学之父，请教他终其一生研究管理，对管理有什么看法？德鲁克回答说：管理就像玩乐高积木，企业必须与其他企业组合出最终的产品。

要素的聚集只是手段，最终还要依靠“整合”与“组合”，完成对所聚集要素的配置与再生。其中，“整合”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根据未来产业创新的趋势，自主、高效地整合出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直接提供给客户，助能（enable）客户；而“组合”则是以业务为主导的：未来的产品会怎样、产业会怎样，往往不是由企业决定的。过去的创意大多在企业内部发展，而数字化时代的创意，往往来自开放式创新，或来自执行行动中所发现的创新机会。因此，企业要学习与竞争者一起拼图，与互补者一起拼图，与客户及供应商一同拼图。这样，竞争者、互补者、客户及供应商可以被平台所赋能（empower）。

“合”，反映了共同演化的概念。企业不仅仅要考虑自己的产品规格，也要考虑到别人的连接规格；不要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获利。演化，不只发生在单一的物种，而是在长期的共存中相互适应和改变，一起协同演化。

“合”，也反映了涌现、再生的概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通过对聚集要素的整合与组合，元素之间的互动、重构和生变，会产生出全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物种。这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在不断变化更新的环境中顺应时势，自然“生长”出来的业务。

以电子商务业务起家的亚马逊（Amazon.com）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立志于成为“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亚马逊从来不被行业边界所束缚，画地为牢。在投资了大量科技类（如Kiva Systems、Elemental等）、内容类（如Twitch、ComiXology等）、零售类（如Zappos、HomeGrocer等）企业，聚集足够的资源和要素后，亚马逊开始释放出“合”的势能——Echo智能音箱、Amazon Go无人店、甚至进军电影界，自制作品《海边的曼彻斯特》斩获2017年的奥斯卡奖。这背后无不充满了对各种技术、场景和数据等要素的组合与再生。

数字化时代的逻辑与今天的工业化时代截然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复杂程度和规模都极其巨大。而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应对未来“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这是今天横亘于在位企业面前的巨大鸿沟。

要在数字化时代与非连续性共舞，企业必须经历“断-聚-合”这三个步骤。

断，即“忘记过去”。那些曾经成就自己的，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牵绊。

聚，即“整体最大”。以开放、谦卑的姿态，连接和迎接业内外资源。

合，即“相融相生”。通过整合与组合，顺应环境的变化，生生不息。

未来已来。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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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分拆无用，理解为先




全
 球著名的管理大师拉姆·查兰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应该拆分人力资源部，并减少首席人力资源官的位置，因为人力资源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跟不上战略与业务发展的需要。

查兰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与CEO的交流和他的观察，似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拉姆·查兰并非人微言轻之辈，因此他的主张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前宝洁公司CHRO、现任美国人力资源学会会长理查德·安东尼、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Bersin的创始人乔希·贝辛（Josh Bersin）以及全球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戴夫·尤里奇等纷纷发出声音，对拉姆·查兰的观点提出相当激烈的批评和挑战。

但是这些批评和挑战似乎也显得苍白无力，很多企业领导人凭直觉就认为拉姆·查兰对HR的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很多领导者确实认为HR跟不上战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HR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对HR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批评也由来已久。不少企业的CEO或业务领导者常常对HR公开或私下里提出抱怨、表示不满。说到底，财务和HR领导者这种幕僚饭并不好吃！

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对企业提出了巨大挑战，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VUCA时代，即极度波动、高度不确定、日益复杂、相当模糊的时代。企业原来的奶酪正在被各类顽强的竞争者蚕食、旧的商业模式日益丧失吸引力、新的竞争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新的奶酪在哪里？那些本来做得很好的企业为什么说垮就垮了？管控模式和组织架构如何随需因变、持续进化、保持敏捷？怎样调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劳动力大军的积极性，赢得他们的信心、承诺甚至忠诚？CEO面对这些挑战，既需要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又需要得到启发和建言，这就对CEO身边的高级幕僚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究竟有多少幕僚人员能够对外读懂纷繁复杂的世界，并提出关于业务的真知灼见；对内能够洞悉CEO深不可测的内心，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如财务、HR等领域拥有出众的造诣，从而成为CEO最信赖的军师？

由此看来，不是财务或HR等幕僚人员不争气，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因而CEO的要求也变得太快太不可测，使得HR和财务这种幕僚岗位几乎成为难以实现的使命！老实说，不是人精中的人精，还确实难以接得住CEO的招。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本事这么大，又有多少人甘愿鞍前马后地充当幕僚，而不去做手握重兵、可以天天施展“淫威”的业务头领呢？

当然人各有志，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或意愿做刘邦或韩信，也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人甘愿当张良和萧何这样的辅佐性角色。对于CEO来说，第一是到哪里去寻找“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和“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的张良和萧何之辈？即使找到了又如何能够“君臣”相依、收放自如、各得其所呢？

根据我多年来担任管理顾问的观察和实践，我认为要真正发挥HR的战略贡献，最重要的是找到出众的HR领军人才并发挥他们的战略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CEO和HR负责人需要一起努力，以实现最佳配合。



CEO要体恤HR部门、重视人才

首先，CEO需要认识到，人的问题其实就是业务的问题；业务的问题，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人和组织的问题不理顺，业务也不可能搞好。这是最近几年，全球众多CEO的共识。最近几年在多个研究和调查中，全球大批CEO认识到人的问题已经成为第一位的业务挑战和重点。 星巴客的创始人兼CEO霍华德·舒尔茨说：“我对人力资源专业拥有强烈的信念，我认为这一专业得到的投资最少。营销、制造，所有这些都重要。但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常常没有地位，这就大错特错了！”

但应该说，并不是每一个CEO都能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一点。

领导者应尽量挑选具有相当战略思维能力、能够洞察组织与人心、愿意在HR专业领域持续学习提高、具有很好的业务经验、但不一定擅长或有兴趣带兵打仗冲锋陷阵的人担当HR的负责人；寻找那些甘当幕僚、辅佐团队、权力欲不高的人来担任HR的负责人。

CEO把提升HR团队和体系的素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CEO需要认识到，HR等幕僚团队的能力和体系行不行，最终责任人是CEO，最终受益者或受害者也是CEO。即使对目前的HR团队不满意，也需要拿出抓业务的决心和劲头来抓HR的团队素质和竞争力。他需要通过为HR团队树立信心、调整策略、选对HR领军人才等方式，逐渐提升HR团队和体系的战斗力。一个好的CEO,也应该是HR等幕僚团队的最佳教练、坚强后盾和啦啦队。否则领导越不重视、越抱怨，HR团队也会越来越自暴自弃，失去信心，好的人才也越不想加入或留在HR团队中打拼，这样一定会造成恶性循环，最终影响企业的能力建设、文化塑造和士气提升。

CEO需要在人才管理方面以身作则、成为榜样。在中国，不少CEO常常喜欢凭直觉来处理人与组织的问题，并没有下功夫去研究HR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相对来说，CEO在财务方面的知识大大超过HR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一现状也限制了CEO对HR问题的认识和关注。

CEO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实践HR的专业体系,同时在吸引、保留、激励和培养人才方面以身作则，成为大家的榜样。谷歌是极其成功的公司。谷歌的创始人和CEO认为，“没有什么比人才招聘的质量这件事更重要！”他们仔细研究如何做好人才招聘工作，并对招聘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使人才招聘的标准、方法和流程都具有浓厚的谷歌特色。同时，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也亲力亲为，花费大量时间用于招聘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谷歌不仅用委员会的方式来决定招聘人选，而且其创始人还要审核每一份聘书。谷歌的创始人认为，我们也许无法控制谷歌的员工每天在做什么，但可以控制招聘怎样的员工加入谷歌。



HR负责人要提升专业性、理解CEO

首先，HR负责人需要在HR领域培养并具备令人信服的判断力。例如在如何宣贯战略、如何塑造文化、如何根据战略调整管控模式和组织架构、是否应该提拔或引进某位高管等方面，向CEO提供自己的判断和建议。一个HR领域的负责人也许在业务领域比不过其他业务领导人，但在HR领域的专业性和判断力方面，却应该胜人一筹。

其次，HR领导人需要尽可能理解CEO的处境和心境，并展现出更多的同理心。没人能够真正理解处于高位的CEO的处境，CEO所面临的挑战和体验到的压力常常是难以言传的。特别是处于VUCA时代，CEO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需要具有坚强意志的超人来担任。但意志再坚强，也需要理解和关心。HR负责人更需要给予CEO理解和关心，并推动高层团队展现这种同理心。这种心理能量能使CEO这一岗位和这段旅途变得更加温暖和有趣。

在CEO的战略痛点上，HR负责人要积极响应，努力跟上。每个CEO在不同时期总会有战略痛点，例如重大的战略收购、或重大的组织变革、也可能是挥泪斩马谡。在这些战略痛点上的积极响应和努力跟进，并不是对CEO的一味奉迎，而更多是收集关键信息，提供独特视角，有时甚至需要犯颜直谏，使得CEO能冷静做出明智的判断和决定。

HR负责人最好也能够成为设计能手，可以配合CEO在变革过程中设计或指导设计流程、方法和体系。例如设计或指导设计战略沟通与实施方案、组织架构、岗位体系、薪酬绩效管理体系、组织变革路径、干部培养的计划和流程等。组织随业务的变化而变化，人力资源系统需要很快响应业务发展的需要，随时设计出新体系。

帮助CEO了解民心民意，直面现实、更接地气，也是HR负责人的重要责任。再亲民的CEO也无法全部听到来自普通员工的真正呼声，但得人心者得天下，HR负责人需要设计系统性的方法，持续地了解员工诉求，并通过对这些诉求的分析，适时推出相关的举措、政策，以提升员工士气、增加员工承诺度。同时也要帮助CEO与员工沟通，使员工更好地理解企业的战略背景和重要举措的出发点。

HR负责人的另一个重要责任是帮助CEO建设高层团队，即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通常由一群经验丰富、聪明能干的资深高管组成。但一堆明星球员并不一定能保证产生明星球队，真正高效的领导班子需要建设和打造。研究证明，一流的CEO并不一定是一流的“班长”，他们不一定具备建设高效领导班子的关键技能。因此HR的负责人应该下功夫辅佐CEO建设高效领导团队。HR负责人可以帮助CEO和领导班子成员更好地了解团队的长处与短处，明确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学习机制实现共同成长的目标等等。

打造一支强大的HR团队是HR负责人当仁不让的责任。HR负责人需要在组织内外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HR团队，并鼓舞他们持续提升相关技能和素质，不断创新HR管理的新方法、新实践，并在实战中锻炼队伍，以打造一支能干、正直、高效、创新、勤勉的人力资源管理团队。

几乎无人能完全驾驭以上任务，你也无需因为差距太大而感到沮丧。重要的是，你要从已有的基础开始，扬长补短、紧抓重点、持续进化。那么CEO和HR负责人可以共同做些什么呢？

1、明确期望：CEO和HR负责人需要认真坐下来，互相明确期望。特别是CEO要让HR负责人清楚理解自己的期望。这一期望反映了CEO对企业战略背景以及HR体系及其负责人的优缺点的理解。HR负责人也需要向CEO明确自己需要的资源、支持与帮助。

2、紧抓重点：CEO和HR负责人还需要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HR的重点举措和项目达成共识，并建立机制对这些重要举措的落实情况保持沟通。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但如果能够时刻紧抓重点，持之以恒就必有效果。

3、持续进化：CEO、高层团队和HR负责人需要定期回顾HR体系对于组织的战略贡献，定期回顾组织的能力和活力， 以发现需要强化及创新的领域。

综上所述，要想发挥HR体系的战略作用，首先要从寻找合适的HR领军人物开始，然后要求CEO和HR负责人共同努力，逐渐打磨出一套恰当的道和术。在这里，没有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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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致胜未来，组织先行

——VUCA时代的京东人力资源策略革新


隆雨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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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UCA（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时代的来临，对企业运营和组织管理方式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零售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产品和新业态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业内都在探索未来零售的方向和标准。2017年下半年，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提出第四次零售革命的理念，以及组织向“积木型”嬗变的构想；表达了京东在抓住“不变”本质的前提下，战略和组织如何积极“求变”的思考。

2017年是京东未来12年战略转型的第一年，也是京东HR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对过去五年做了大量的复盘，重新思考在企业战略革新的大方向下，HR怎么帮助公司提前做好致胜未来的准备，以及如何重构和升级我们的组织能力。基于这些思考，我对未来12年京东人力资源管理的愿景做了全新的展望，提出京东人力资源管理的“OTC价值主张”（OTC是Organization组织、Talent人才、Culture文化的缩写，也有非处方药的含义）：基业常青，文化先行；战略落地，人才先行；致胜未来，组织先行。

“基业常青，文化先行”，意即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个抓手是文化，我加入京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文化价值观的大梳理。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凝聚组织和人才价值，保证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基础。如果一家企业只是追求短期利益，和员工之间没有精神层面的统一和契约，是不可能常青的，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战略落地，人才先行”，人才是HR管理的第二个抓手，人才是推动企业战略落地与组织变革的核心力量。HR需要帮助企业识别与培养实施战略、推动变革最适合的人才。最近京东吸引了原微软亚太科技董事长申元庆和前IBM Watson首席科学家周伯文等一大批全球顶尖的技术人才加入，就是为了支持京东未来12年的技术战略落地。同样，随着业务多元化发展，京东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跨界人才、复合型人才。

最后一个抓手是组织，“致胜未来，组织先行”。京东过去在文化和人才方面谈得比较多，未来12年，我们要多谈组织，组织能力是一个企业致胜未来的关键因素。京东认为，未来的组织将打开业务环节之间的强耦合关系，使之成为一个个可拆分、可配置、可组装的插件，就像乐高积木一样，通过对多个可选插件的个性化组合，满足客户不同的偏好和需求。 “积木型”嬗变对京东从业务到组织的整体能力提出了颠覆性改变的要求，我们需要从一体化的“整合”能力向一体化开放的“整合+组合”能力转变。为帮助公司具备向“积木型”嬗变的能力，作为首席人力资源官，我从组织管理机制、组织价值驱动、组织开放生态建设方面提出京东组织管理的三个革新举措：建立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建立价值契约的钻石型组织；建立竹林共生的生态型组织。



组织管理机制革新：

建立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

从2016年开始，京东HR在集团和各业务层面做了大规模的组织诊断，发现很多部门在用户体验（包括内外部客户）和效率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2017年年初，我们开始在职能体系中试点搭建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下半年推广到研发体系。建设“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需要做三件事：建立客户导向的平台架构；建立内部任务市场；建立网状评价关系。




建立“客户导向的平台架构”


平台架构就是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重新梳理和设计内部职能分工，按照前台、中台和后台改革现有组织运作模式。前台职能定位为快速响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中台职能定位为通过组件化和模块化，解决共性需求，提炼和输出核心能力；后台职能定位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共享服务。平台架构的关键成功要素是授权前移，让前台离客户更近的人做决策，“让一线听得见炮火声音的人来决策”。

2017年下半年，我们完成了商城研发的平台架构调整。过去，商城研发没有明确的前中台切分，业务部门想要实现一个需求，需要同时和三到五个研发负责人打交道，缺乏统一的需求管理界面，响应速度和效率都受到影响。调整之后，业务需求统一由前台研发接洽，并专注解决这些需求。中台研发从之前大量的需求沟通中抽离出来，潜心钻研技术革新，在支持好前台研发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开放。平台架构调整之后最直观的效果就是业务需求实现和效率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平台架构不是简单的组织架构调整，我们也在尝试创新的管理模式。比如京东首创的TBP（Technical BP，技术业务伙伴）模式，就是为解决业务需求实现和快速响应的痛点，参考HRBP模式，根据研发特点个性化定制、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管理模式。TBP核心团队由前台研发抽调优秀的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组成，这个团队归属研发体系管理，但在业务部门办公，直接面对业务，深入理解业务需求，而且有60%的考核都是由业务部门决定。为确保TBP能更高效地调动中台研发资源，我们同时在中台研发配置了由定向支持TBP的需求接口人和资源协调人构成的TBP“外援团”，以虚拟服务团队的形式，帮助TBP协调资源，推进需求实现。为促进两个团队共同为满足前台业务需求负责，我们要求TBP核心团队和“外援团”都要考核一个共同的指标，就是前台客户满意度。简单来讲，如果客户不满意，不只TBP团队的考核受到影响，作为“外援团”的中台服务团队也同样受到影响，反之亦然。




建立“内部任务市场”


平台架构可以解决大部分需求实现问题，但仍然存在固有组织边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业务需求还是会面临对口服务部门资源、能力方面的限制。为了解决内部资源分配的痛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我们将全公司所有的人才和能力进行打通，把前台客户需求从一个个工作分解成一个个任务，通过任务管理平台将任务开放给公司内所有人。任务市场的关键成功要素是灵活组队。员工可以跨越部门界限，在全公司范围内自由组队，以任务团队身份比拼领取并完成任务，获得评价和奖励。为让任务市场更健康地运作，我们同步在搭建任务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内部资源透明化和交易结算机制、人才评价及绩效管理等一系列配套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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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建立“网状评价关系”


通常来讲，组织内的评价关系只有上级、下级、平级这样的线状关系，并不是真正的360°的关系。通过参与虚拟组织、加入任务团队，员工在组织内的关系网络会在相对稳定的线状关系基础上不断扩充，逐步变成网状关系。网状评价关系是以个体为中心，更加重视个人价值的贡献和相应的回报。每个员工身边会有两张网，一张网是组织内部的关系网；第二张网是什么？我们的员工每天和大量外部的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进行沟通、交互，这些外部关系就构成“第二张网”。这两张网构成了一个员工的网状评价关系。（
参见图1

 ）

网络越密集，说明个体被需要的场景越多。而因为很多关系的建立是临时性、阶段性的，每个网络实际都在动态发生变化。网络的密集性和动态变化，使所有关系人对某一个体员工评价和反馈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难以收集，更谈不上基于这些信息进行判断。所以，保障网状评价关系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建立配套的“网状评价”信息平台，以实时收集和汇总分析所有网状关系人的评价反馈。京东从2013年开始规划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现在已经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化，可以从人才评价系统、绩效管理系统、OKR（目标与关键成果）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等多系统终端实时收集不同关系人的评价信息。

“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目前已经在职能体系和研发体系完成试点，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广。通过前期试点我们也发现，新型组织管理模式变革推进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传统管理权威受到影响带来的阻力。管理者是否能拥抱变化，接受从“人才为我所有”到“人才为我所用”的转变，员工是否能适应在不同的虚拟团队之间流动，接受不止一个老板的评价，都需要通过文化塑造和强化。而如何提升个体能力在组织平台上的可见价值，如何提升管理者在新型模式下的管理能力，也对人才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组织价值驱动革新：

建立价值契约的钻石型组织

我认为，未来的组织将不再是靠管理驱动，而是以价值为驱动。京东HR专门研究过VUCA时代下组织与人才管理面临的挑战，并总结出两大变化趋势：未来的职能、组织和业务边界将更加模糊、扩大；人才需求将更加多元、跨界。以前我们都会说员工是企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现在的90后、95后们不会认同这一点，他们更在意在组织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京东45%以上员工是90后，企业想真正吸引他们留下来，仅仅靠劳动合同和KPI是不行的，一定要和员工实现价值共创。

企业要实现从管理驱动到以价值为驱动的转型，需要组织、人才、文化三个抓手同时着力。从文化层面，我们需要塑造有独特DNA的企业文化、领导力文化和团队文化，把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才吸引到一个平台上。从人才层面，我们需要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和体系化的培养手段，为企业不断储备与加速培养支持未来业务发展的人才。比如，京东有自己独特的人才管理理念，“七上八下”原则（80%的管理者由内部培养，候选人达到70%的准备度即可任用）提倡大胆启动新人，“人才开放”原则鼓励人才在内部健康流动。京东开发的智慧人才管理系统，可以基于大数据的深度挖掘进行人才预测分析及智能推荐，让人才资源变得“可见”。从组织层面，组织要更加透明，建立一套科学、公平、开放的管理机制，促使大家为同一个愿景而努力；组织要更加灵活，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和机制，给予年轻人加速成长的平台与自我发挥的空间。

未来的企业需要从纯粹通过传统法律契约关系约束员工，升级为通过心理契约、价值认同凝聚人才；从通过权威和命令来管理，升级为通过驱动组织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共创，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的放大与升值。我用“钻石”来阐述以价值为驱动、建立“价值契约”的未来组织图景。如图2所示，“钻石”由三个支柱、两个T型构造而成，其中正T型代表人才能力的广度和深度；倒T型代表组织提供的平台价值和发展空间；三个支柱分别代表企业文化、领导力文化和团队文化的文化三要素。如同钻石 “纯粹、透明、坚韧、恒久”的特征，京东希望建立一个钻石型企业，既要保证自身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处于持久领先的位置，也能将自身的光芒照射和影响到他人，共同前行。（
参见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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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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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组织开放生态革新：

建立竹林共生的生态型组织

在“积木型”理论中，京东提出零售业态的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建构自己独特的积木，不同的积木以不同的方式组装在一起，构成未来共生、互生、再生的零售生态。“共生、互生、再生”的生态可以用“竹林生态”做形象的诠释。竹林和森林从地面以上看是相似的，但在地面下的根系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森林中的个体虽然生长在一起，但是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是同生（+）的关系；而竹林中的个体之间则是根系交织在一起，相互交互、渗透，是共生（x）的关系。未来，生态伙伴之间从业务、人才到组织都会有很多的交互、渗透，越来越多有共同价值观的企业会形成“竹林生态”，这种生态一定具备三个特质：开放、赋能、共创，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无界零售”的战略方向下，京东与生态伙伴在业务方面的交互、渗透已经发生，我们预判人才、组织的交互、渗透也很快就会发生，因此提出建立竹林共生的“生态型”组织。京东在推进内部能力积木化的同时，也在通过生态圈的交互，打通内部员工、管理者与外部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的连接，将内外部的资源、能力进行整合，逐步完善基础能力模块、产出赋能模块乃至解决复杂问题的赋能产品积木，从而实现对外进行赋能。

京东HR在2017年走出了组织开放生态革新的第一步，开始建设人才开放的“竹林生态”。2017年10月，我们联合生态圈内的领先企业发起创立了TELink人才生态联盟（Talent Eco Link），向生态伙伴定向开放高品质的管理资源，为生态伙伴赋能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在生态伙伴之间推广人才开放培养方式。比如京东和包括联合利华在内的联盟成员之间开展的人才互换培养项目，双方选派优秀员工到对方公司定向轮岗，就是一种创新的“生态型”人才培养方式。联盟也致力于对组织与人才发展趋势的前沿性研究，并邀请了管理大师拉姆·查兰等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加入，共同研究人力资源技术革新和智能化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前为未来做准备。（
参见图3

 ）

过去12年，京东的交易额增长了九万倍，员工从38人增长到超过15万人，成为中国线上线下最大的零售商，从中关村走到纳斯达克，成为世界500强。今后12年，京东将从“零售商”向“服务全社会的零售基础设施服务商”转型，组织将发生嬗变。京东看到了未来格局的变化，将与生态伙伴一起，探索人力资源革新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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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雨
 是京东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及法律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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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尼尔森全球CEO


马祺：找准创新焦点

王丰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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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觉得做的事情多一点、覆盖的规模大一点更好，其实这远不如把所有精力投到最有效率的那个点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找准焦点，不要分散用力。






中
 国正快速驶入消费升级的轨道，尼尔森需求研究院的报告称，未来10年，预计中国新增消费额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将为全球贡献出一个美国全年的消费量。未来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如宝洁公司前CEO罗伯特·麦克唐纳所说，商业世界进入了“VUCA”（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时代——变化迅速又难以预期。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以及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蛋糕，企业如何图存并抢食？

日前HBR中文版独家专访了全球领先的市场监测、咨询公司尼尔森全球CEO马祺（Mitch Barns），马祺职业生涯的前12年在宝洁公司度过，1997年加入尼尔森，2008年被任命为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2014年出任尼尔森全球CEO。此次采访聚焦于如何洞察变化以及如何展开突破式创新。



市场碎片化趋势


HBR中文版：尼尔森如何洞察变化？



马祺：
 成功的营销就是把信息传递给目标顾客，目标顾客看到信息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所以尼尔森从两个维度洞察变化——消费者看什么；消费者买什么。




HBR中文版：“消费者看什么”，发生了怎样实质性的变化？



马祺：
 首先是市场碎片化，消费者把大部分时间放到了网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身处世界何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他人接触到一样多的信息，这两个因素导致全球市场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的趋势；其次是数字媒体技术使媒体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企业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社交媒体平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也有社交，但现在的数字化技术更有效率地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HBR中文版：对企业来说，市场碎片化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马祺：
 碎片化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捕捉，但它却是一件好事情，由于消费者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消费者可以控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消费，意味着他们会消费得更多；而数字媒体大发展导致的媒体多元化则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基础，营销工作有了更多的工具和内容，精准营销成为了方向，商业效率获得极大的提升空间。




HBR中文版：“消费者买什么”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



马祺：
 其一，以电商为主导的零售平台成为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环境；其二，消费者的购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地过渡到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展，由于千禧一代（中国称之为85后）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走在最前面，他们成为引领变化的消费主力军。



提高突破性创新成功率


HBR中文版：这些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马祺：
 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准确地洞察尚未发现的需求，投资于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面对上述变化，企业越早做出反应越好，要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进行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越往后拖，投入越多，难度越大。




HBR中文版：什么是突破性创新？



马祺：
 我们用三个标准来衡量，首先是独特性，即在市场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主张，而不是对配方升级、包装换新、容量改变等细微的改进；其次是相关性，即第一年达到可观的销售额；其三是持久性，即产品上市后，第三个半年的市场份额大于第二个，第二个大于第一个，表明该产品具有持久的消费者需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到了突破性创新的机会窗口期，CEO 们一定要抓住这一轮中国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购买更好产品的趋势。




HBR中文版：为什么这样定义？



马祺：
 突破性创新意味着高市场风险，通过上述三个标准，在创新与市场之间建立了量化关系，使创新变成可量化、可测量和可调整的过程，从产品创新到服务创新，通过数据化的市场监测工具和分析工具，从新产品孕育到上市，企业都可以做出全流程的评估，预测出产品上市后的表现并做出动态调整，有效降低创新风险。




HBR中文版：中国市场在突破性创新方面表现如何？



马祺：
 我们对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投入市场的超过2.4万个快消产品进行了研究，仅有15个产品同时满足“独特性、相关性和持久性”的要求，实现了“突破性创新”。




HBR中文版：突破性创新成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马祺：
 首先，我们的研究发现，突破性创新并非遥不可及，任何公司、任何产品品类、产品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突破性创新；其次，成功的企业只是应用了不同的方式解析市场，洞察到了别人错漏的东西，从而通过改变品类——而不是顺从既有品类取得成功；其三，本质上，突破性创新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它由企业家精神驱动，是一个目标明确、意义重大的价值创造，整个过程既快速又精益。



消费者行为决定创新


HBR中文版：哪些关键因素决定了突破性创新的成效?



马祺：
 首先是创新的理念。展开行动之前，CEO要问自己：这个创新能否帮助消费者解决生活中亟待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需求？突破性创新不是由市场营销人员定义的，而是由消费者定义的，营销人员通常更关注创新的独特性，但简单的差异化并不能决定该产品能够脱颖而出，建立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被证明是通往成功之路。




HBR中文版：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反馈来确定突破性创新？



马祺：
 是的。在整个过程中，企业需要研究消费者看什么以及买什么，需要找到这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和观察对消费者行动展开分析，他们购买东西时表现出的权衡取舍以及意愿可以预示创新的各种机会和问题，他们在重复性购买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细节可以确定什么是成功的创新。管理者对“创新”有着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消费者只认同一种解释：创新帮助他们解决了亟待解决或还没有完美解决的问题。



建立创新体系的三大阻力


HBR中文版：如何建立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



马祺：
 建立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三个阻力：第一，由于绝大多数的创新是渐进式创新，目标是改善现有产品，维持既有优势，当突破性创新机会出现时，需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常流程化的工作中容易被忽略甚至排斥；第二，惯性力量非常强大。面对原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已建立好的专业知识、熟悉的渠道策略、成熟的品牌资产和财务上的障碍等，CEO、管理团队以及其他力量通常倾向于有形或无形地维持着现状，这使得突破性创新难以实现；第三，突破性创新不太允许失误，因为消费者同样习惯于采用惯用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只有完美的解决方法才会令他们做出改变，这意味着创新过程中一些小小的不足，都可能断送一次伟大的突破式创新。




HBR中文版：面对上述挑战，企业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马祺：
 企业通常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的平衡性方面做得不够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一些CEO很清楚自己的市场份额正在流失，我们给他们的报告中会清晰地体现出这些变化，他们也清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创新没有跟上，事实上由于缺乏创新而掉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往往是第一轮、第二轮的创新浪潮没有跟上，就最终丢掉了市场。




HBR中文版：他们能够发现问题，却没有迅速采取创新行动，为什么？



马祺：
 成熟的企业通常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降低成本方面，它们对最新发生的创新往往不能有效制定策略，知道自己生病了和如何把这个病赶快治好是两码事，治病对于大公司来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会涉及整个公司长期与短期目标的平衡问题。尤其对于突破性创新而言，从投入到见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情况下CEO迫于业绩压力，更愿意面向短期目标去投入资源。



职业经理人要具备企业家精神


HBR中文版：如何克服这种“长期目标失明”的问题？



马祺：
 其一，CEO要设定足够清晰的长期规划，并能够预期到它的投资回报率，长期规划越清晰，意味着越能准确地掌控风险；其二，向突破性创新投入的同时，要保证既有业务不能下滑，用来保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是一个包括控制成本在内的综合战略把控。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高管来说，做好长期和短期目标平衡的选择都不容易，我每一天也都是在思考这些事情，通常每一个决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种平衡，一方面要完成当季目标，同时又要兼顾长期战略，要为未来的发展做好投资储备、创新准备，这种权衡和取舍是非常难的。




HBR中文版：做这类决策时，你的窍门是什么?



马祺：
 即便你是职业经理人，也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不向后看，永远向前看。当你意识到基于长期目标必须展开突破性创新的时候，就要立刻走出第一步，马上着手开始创新；其次，在后面的旅程中，要展现出魄力，敢于坚持你认为正确的决定；其三，你一定会遇到阻力，但你要去推动企业建立新的思维模式。对内，要有勇气把你的权力、理念、精神和决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从而保证团队更有行动力。对外，你要与竞争对手建立更包容的竞合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后者不是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HBR中文版：VUCA时代，越来越需要职业经理人具备企业家精神？



马祺：
 对于成熟企业来说，只有让职业经理人发挥出企业家精神，才能催生出创新活力，大公司习惯于以成本管理为导向，会形成一种一切追求安全的文化，员工缺乏创新动能，要改变这种文化并不容易，组织的惯性力量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在推动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做到最好，你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CEO是职业经理人，就要具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做抉择的勇气，做为领导者要真正承担起责任，否则创新不会成功。




HBR中文版：如何塑造敢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氛围？



马祺：
 要注意正确的决策除了包括决策本身之外，还包括执行。执行不好的决策就不是好决策。如何执行好？做这个决策之前，就要认真评估能力并做好各种执行方面的准备，要确保这个决策可以到达整个运营体系的最前端，确保这个决策到达市场和顾客，这个过程需要领导力、决策力和勇气，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它可以把整个公司都动员起来。当员工不断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成效之后，敢于承担风险、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就慢慢形成了。




HBR中文版：一个擅长推动创新的CEO，通常最关注什么？



马祺：
 关注找准焦点，创新的每个阶段都要找准焦点。通常人们会觉得做的事情再多一点、覆盖的规模再大一点会更好，其实这远不如把所有精力投到最有效率的那个点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找准焦点，就是要抓住重点，不要分散用力。尤其是中国市场，特别多元化，机会又多，变化又特别复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准焦点，不把精力集中到最正确的问题上，就很危险。




HBR中文版：你找准焦点的诀窍是什么？



马祺：
 我有一个办法——创造稀缺性。如何做呢？团队在推进项目时，不要事先提供足够的资源，要让团队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努力找到最精准的那个点，当真正找到这个点之后，我们再给团队配置资源，这就是创造稀缺性。这种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团队找到焦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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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马祺（Mitch Barns）

尼尔森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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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马祺毕业于迈阿密大学工商管理科学专业，在斯坦福商学院完成了高级管理课程。毕业之后，马祺进入宝洁公司，整整12年中他专注市场研究和品牌管理。他在尼尔森的职业生涯是从1997年开始的，先后在三个大洲生活与工作。2014年，马祺成为这家公司的最高领导者，他上任的年代是全球变革的年代，上任演讲中他说：直视前方，别往回看，那不是你要去的方向。变革常常使人焦虑，他总结出的秘诀是：一，果断选择，迅速行动，在行动过程中，负面情绪会逐渐消失；二，对自己投资，包括身体和精神。运动会使身体强壮，焦虑就会释放；三，切勿坐井观天，要对精神投资，更多地阅读和学习，精神强大，焦虑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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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image: alt]






哈佛商业评论 增刊：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集团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Group, www.hbr.org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Adi Ignatius




《财经》·《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ese Edition, hbrchina.org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王波明 Wang Boming




主管：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主办：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编辑委员会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戴小京 于颖 何刚 法满 靳丽萍 杨浪 齐馨

Dai Xiaojing, Yu Ying, He Gang, Fa Man, Jin Liping, Yang Lang, Qi Xin






主编 Editor

何刚 He Gang

副主编 Executive Editors

齐馨 Qi Xin 钮键军 Niu Jianjun

助理主编 Assistant Editors

李全伟 Li Quanwei 李剑 Li Jian

编辑总监 Editorial Director

李源 Li Yuan

高级编辑 Senior Editors

时青靖 Shi Qingjing 万艳 Wan Yan

高级编译 Senior Articles Editors

王晨 Wang Chen 刘铮筝 Liu Zhengzheng 刘筱薇 Liu Xiaowei

高级新媒体编辑 Senior Digital Editor

腾跃 Teng Yue

编译 Articles Editor

蒋荟蓉 Jiang Huirong

撰稿 Writer

廖琦菁 Liao Qijing

新媒体编辑 Digital Editors

齐菁 Qi Jing 周强 Zhou Qiang 王婷 Wang Ting

驻上海高级编辑 Senior Editor（Shanghai）

王晓红 Wendy Wang

驻伦敦高级编辑 Senior Editor（London）

牛文静 Niu Wenjing

高级创意编辑 Senior Creative Designer

崔晓晋 Cui Xiaojin

特约设计师 Freelance Designer

瞿中华 Qu Zhonghua

流程编辑 Flow Editor

苏然 Su Ran

人事行政总监 HR Administration Director

郝晶 Hao Jing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刘霄 Liu Xiao

执行总经理 Executive General Manager

张瑾 Zhang Jin

执行副总兼商业合作总监 Executive Vp & Director of Business Cooperation

李一品 Yolanda Li

执行副总经理兼品牌总监 Executive VP & Branding Director

赵阁宁 Zhao Gening

总经理助理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张菁 Zhang Jing

发行总监 Distribution Director

高云竹 Gao Yunzhu

华东区市场部总经理 General Marketing Manager in East China

杨志清 Yang Zhiqing

华东区商业合作部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of Business Cooper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徐礼智 Damon Xu

市场总监 Marketing Director

王欢 Wang Hua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s

叶海虹 Ye Haihong 李淳 Li Chun

高级经理 Senior Manager

刘浩宁 Liu Haoning

高级品牌经理 Senior Branding Managers

陈萌萌 Chen Mengmeng 张超 Zhang Chao

王文睿 Lea Wang

品牌经理 Branding Manager

杨潇 Yang Xiao 杨逸雯 Yang Yiwen

市场专员兼行政助理 Marketing Executive

崔哲 Cui Zhe

新媒体产品总监 Managing Product Director

于慧媛 Yu Huiyuan 魏永 Wei Yong

内容编辑 Editors

姜维敏 Jiang Weimin 张亮惠 Zhang Lianghui

贾苗苗 Jia Miaomiao 刘岩 Liu Yan

高级开发工程师 Senior Development Engineers

汪元豪 Wang Yuanhao

开发工程师 Development Engineer

庞超 Pang Chao 杨小 Yang Xiao

邹志鹏 Zou Zhipeng 付常乐 Fu Changle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初飞 Chu Fei

设计主管 Design Director

黄朝 Huang Chao

设计师 Designers

程爽 Cheng Shuang





[image: alt]



版权声明：


本刊主要内容是哈佛商业出版集团授权独家使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BR
 ）的简体中文版，其他内容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团队采写或编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抄。

Copyright Noti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exclusively authorizes this publication as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BR). Part of the content in this publication is created and edited by editorial team of HBR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Consen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邮发代号
 80-387


客户服务热线
 400 009 0313



国内外统一刊号


ISSN1671-4725

CN11-456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9层


编辑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7511

发行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0323

邮编：100020

广告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7236

电子信箱：hbrchinese@caijing.com.cn







版权信息



VUCA时代，想要成功，这些原则你一定得明白（《哈佛商业评论》增刊）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出品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8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13073-20180521



制作：贺立川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7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52.jpg
Vot ¥R, £ 45 5% A L &

PUBLISHED BY SEEC MEDIA GROUP





OEBPS/Image00009.jpg
/\'/_/Q\\

!

(

e





OEBPS/Image00053.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50.jp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51.jpg
Harvard

¢ Business
Review
WA HERAAL I





OEBPS/Image00004.gif
CENTURY TALENT
SPOTTING





OEBPS/Image00048.jpg
3 ikt ESRAR

WEE enis—e AR —- MR 3t0)





OEBPS/Image00005.gif





OEBPS/Image00049.jpg





OEBPS/Image00046.jpg
B1 EFSENMERAR

~=

1R

RIEEU





OEBPS/Image00047.jpg
B2 fHERYNHEREAR

ALUNME X MANE R X INERY






OEBPS/Image00012.gif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11.jpg





OEBPS/Image00044.gif
T b= Eo=

FEAR izl FETRW
BYBR-FR RBMNE ERNE
BB KRR N
AEL-gm MERHE BHANE
BB IDROR BRINE

FIRABLE Eadh IR





OEBPS/Image00045.jpg
1018 g0e
aisesit)






OEBPS/Image00041.jpg
5
50
9oww'.0 %
gyc\"’(’“"s7””

o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39.jpg
- - g caNDmaN ®

A¥
N ~
N . \.\ CowDITLON
. N "
" N
N b )
(3 N b
N \
. \
\
Lr AN
Ay
\\ \\
D
[TON)

x
cowpttion @
T






OEBPS/Image00000.jpg
MR R RE

VOLATILITY
UNGERTAINTY
VUCARMY, EBZEpkI,
XEE[RN{R—ESHA
COMPREXITY
AMBIGUITY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038.jpg
sms,'ff""‘

com
SRACFIED

Eas

Y





OEBPS/Image00035.jpg
(fgE*2m) - BEERE - (HE* eumhns )
HE





OEBPS/Image00036.jpg
100K 900r 400K (S Imm
0F 20% ar gNV E S0F 1007

oox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01.jpg
Harvard

4 Business
Review
LT





OEBPS/Image00002.jpg
(St

R XMEREETFSEEE
BHEZE, BLEEEARN, %
BEFRINE . (BAREHTIRIER S S
BESARHFEZE.

26l : £REHSIER, 51
EROMERETERS, Xtk
RURMXUMER EEFERE.
ik B|A. BRNEFT WAL,
MAESERR, NHERE

=

(Kt

B8 RERZFIMER, =4
WEAREXREH. BETEN
aEetE, (BRA—EMI.

B0l s ENFTREAGEN
FiR, WS SHIHHRFEAREEE
MiZ: BESRANGEENEE,
P, FPEROFRE. X—Hix
SEALNTEREANURSR
£, BIINBESY KoM, B

AR

(Enpt

19R | ARXREERTEMA.
RABLHIAIHSE (REXMHR R
HEPRRRE"

B0 REBAUSIHREIRAH
Bﬁ?ﬁﬁﬁ?ﬁ“’ﬁitﬁ SEEES
SEEZAMNT R R,

ﬁ!’i ik, BEREARXRETE
THHREERIR, ARBHTRIE. £
RITSEIORT, MRRIREEE NFISE]
Folll, FH PR IZ R FAEISERRF

GRahtE

5 A SEENRKRE
FHNFEFRRREN, B2FIEHLL
2R, EXEEEERIRN.

260 1 —IFHBEARREESMHE MG
BRT5, 4SBT RINMRIRE.

#3% : BT R, BERBAZ
MEH L, BN, RESEFENES
AT XEAEIEE EERE AN
i, BRREN SN IRIEEITE






OEBPS/Image00043.gif
R

.
@ sEmaErs,

_ - - @ wEmaETR.
- teRs

EL)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030.jpg
FliEg*REE

1+ MR - REFR





OEBPS/Image00031.jpg
300
-4 ==

S‘ﬂ'ﬁ' 1 feal

Wt :

o
o

oW

o

|00





OEBPS/Image00028.jpg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026.jpg
TR | RS A: R 20% | {24H B: B#f 40%

==y 504> | 404 3034y
fHE 1000 1200 (#4111 20% ) | 1800 (#4111 80% )
BRI | 3555 | 25565 153543

SFE | 350%C | 300%5C 270370





OEBPS/Image00027.jpg
4o
Al it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025.jpg
T

255 A: [ 20%

255 B: PE{H 40%

iy

504>

4055

304>

HE

1000

1200 (#5110 20% )

1800 (441 80% )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019.jpg
i ﬁ@
R





OEBPS/Image00020.jpg
R 1AEERME

BRifEhE AREERE HERE
A. | 1000(@10MPG) | 500(@20 MPG) 500
B. 500 (@20 MPG) 200 (@50 MPG) 300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62.jpg
VOLATILITY
WNGERTAINTY
VUCAGft, msith,
WM =R
COMPEEXITY
AMBIGUITY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5.jpg
BN ESBEEXER

HAXFTREEZD, NRERIKE—
EMEEERELMEORSE—;

AEXSZ, ETRPERIKI
AR ;

B ZEY, BIESERN;

wRUREREME, FER, LURR
MR E;

FRAFRSED, MEEZMEEK
y REIPLK;

Al REE, EFERIRann
BARSF@ETE;

BB, BESSHMN;

EMURIRRSMES, R4S, BE
HeIMER S 4E;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014.jpg
BRI RRN=XI5E

= .
VMHM,@@ : Tf:gjf:

* ARESEFNE

VRIS

| SRR

RETE

R EEEN '$u§ﬁéf
BESHS ——
FRLES . EliER e
o HAK=E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1.jpg
MEG o

5 UGHER





OEBPS/Image00022.jpg





